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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69080521]壹、前言
    近年來，鄰近幾個東北亞國家，尤其是韓國與日本，紛紛掀起一股人民參與審判的浪潮。而我國也由於數個爭議判決及司法貪瀆案件爆發，使得人民對司法之公信力嚴重減損，司法院為呼應民意，且避免違憲爭議，乃提出我國自己的人民參與審判制度，也就是人民『表意不表決』之觀審制。但對於觀審制中參與審判之人民僅有表意而無表決的權利之設計，學者或民間團體間不乏批評有違背人民參與審判制度精神之疑慮，進而呼籲我國應直接採行美國之陪審制度，甚至有部分立委業已就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應改採陪審制度提出修正法案於立法院。 有鑒於陪審制可能係我國未來訴訟制度下可能之選項，是以，透過研究美國陪審制，並詳細了解美國實施陪審制之背景、文化與其為實施陪審制所設立之相關配套措施，對於刻正努力朝向人民參與審判制度的台灣，實有必要性及迫切性。以下便針對美國刑事訴訟程序下陪審團的組成及運作加以介紹與論述。

[bookmark: _Toc369080522]貳、陪審制的概說
    每個社會都難免有紛爭需要被解決。而在陪審制度成為人類社會解決紛爭的主要方式前，人類社會解決紛爭、判斷是非的方式，主要有下列三種：戰鬥法(Trial by Battle)、神明裁決法(Trial by Ordeal)以及根據數證人證詞判決無罪的方式(Compurgation)。其中又以神明裁決法為主[footnoteRef:1]。 [1:  See James J. Gobert、Ellen Kreitzberg、Charles H. Rose ,Jury Selection ,The Law, Art ,and Science   
  of selecting a Jury ,West, at.6-7(2011); Neil Vidmar、Valerie P. Hans, American Juries: The   
  Verdict, Prometheus Books,at 21-23(2007)；Randolph N. Jonakait, The American Jury system,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eaven(USA) and London(UK) at 105-106(2003).] 

    所謂戰鬥法，就是當雙方當事人發生紛爭，則要求兩位糾紛的當事人進行決鬥，在決鬥前，雙方均要有可能因決鬥而死亡的準備。決鬥後，勝利的一方便係正義的一方，以此方式決定個案正義[footnoteRef:2]。 [2:  See Neil Vidmar、Valerie P. Hans(2007), supra note1 ,at 21-23.] 

    至於以數證人證詞判決無罪的方式，就是如果沒有證人在犯罪後立即出來指證，那麼地區長官就會由被告的親人或朋友中遴選出12人來就被告是否無罪來作證[footnoteRef:3]。 [3:  See Valerie P. Hans、Neil Vidmar, Judging the Jury, Perseus Publishing,Cambridge 
  Massachusetts(USA),at23-24（1986）.                       ] 

    而所謂神明裁決法的方式，主要有三種，大多是以肉體折磨(Physical Ordeal)的方式來進行。第一種類型是嫌疑犯徒手搬起滾燙的鐵走一段路，之後嫌疑犯的手隨即以繃帶包紮，三天後解除繃帶，如果屆時，嫌疑犯的手已經結痂痊癒，則該嫌疑犯將會被宣告為無罪[footnoteRef:4]。 [4: See James J. Gobert、Ellen Kreitzberg、Charles H. Rose（2011, supra note 1,at7-8] 

    另一種類型則是將嫌疑犯綑綁後，丟入池中或湖中，如被告浮起，則被告有罪需接受懲罰，反之，如嫌疑犯沉沒超過一定程度，則是清白；最後一種方式僅適用於神職人員，嫌疑犯被要求吞嚥一片被祈禱如有罪便會梗住在喉嚨的麵包，如嫌疑犯無法順利吞下該麵包，則為有罪。這種神明裁決法作為判定被告有罪、無罪的方式一直持續到西元1215年，教宗伊諾森三世(Innocent)禁止神職人員介入才停止，不再成為解決紛爭的方式。而當教會停止了神明裁決法後，陪審制度接替作為解決紛爭、判定是非的方式[footnoteRef:5]。 [5: See James J. Gobert、Ellen Kreitzberg、Charles H. Rose（2011）,supra note1,at7-8；Neil Vidmar、
 Valerie P. Hans, (2007),supra note1,at23] 

[bookmark: _Toc369080523]一、陪審制的角色
    陪審制度在美國刑事訴訟的重要性，可由美國憲法在二個條文中（憲法第3條第2項第3款及憲法第6修正案）提到陪審制度可知，只是這樣一個制度背後的思想到底是什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一個對於陪審團審判制度有發展性意義的Duncan v. Louisiana,391 U.S. 145(1968)案件中，對於陪審團制度的背景思想，由歷史及哲學角度對陪審制度做了以下的解釋：接受陪審團判決的權利是防禦人民免於遭受國家壓迫。…，提供給被告擁有接受陪審團裁判的權利，也就是提供給他極貴重的保護傘，可以對抗貪汙的或是過度積極的檢察官以及對抗順從的、偏見的與古怪的法官。假如被告比較想要由具有社會共識的陪審團審判，而不是由較具有專業訓練但較少同理心的法官審判，那麼被告就應該擁有陪審團審判的權利。除此之外，在聯邦或各州憲法的陪審團條款反映了一項事實，就是不情願將決定生命或自由的權力全部信託給一個法官或一群法官。由於對沒有制衡的權力的畏懼，所以在聯邦或州憲法均堅定要求在刑事審判上需要有社會群體的參與來決定有罪或無罪。
    由上述可知，陪審制的目的是預防獨裁權力的運用，是將社會群體的常識判斷作為防備過度積極的、錯誤的檢察官起訴的避風港或預防有偏見或不正常的法官。也就是立基於對國家權力運用的不信任的前提，希望透過陪審制度作為國家權力運用與人民基本權益保障間的緩衝區。
[bookmark: _Toc369080524]二、陪審團的人數
    在美國法庭影集中，常常見到陪審團人數為12人，一般討論陪審制的文獻也都提到陪審團人數常為12人；而歷史上，美國陪審團成員也大多為12人，似乎美國陪審團的成員便係12人，但實際上，美國憲法對陪審團人數是否固定為12人並未有任何規定。雖然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Thompson v. Utah,170 U.S. 343(1898)案件中，表示受陪審團審判的權利的要件包含陪審團是由12人組成。但此一見解，僅持續到1970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便在Williams v. Florida,399 U.S.78(1970)裡表明，美國憲法並未對陪審團人數有規定，而在普通法(Common Law)裡陪審團成員剛好是12人是一個歷史事實，但並非是要達到陪審團效果均需要此人數，並且12人這個數字除了神話之意義(如12門徒)外，亦沒有特別意義。因此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該案件認為，只要陪審團人數可以大到足以形成集體審議的程度、及隔絕外界的恐嚇、並且提供可以取得該社會跨階層的代表性的機會等三要件就可以達到陪審團的目的。而深入分析後發現，不論6人組成的陪審團以及12人組成的陪審團，在是否能達到上述三要件上，並沒有明顯的差別。因此，如果國家基於財政利益，而將陪審團人數減為6人應是合乎憲法的。
    只是，雖然陪審團人數可以少於12人，那麼陪審團人數是否有最低標準？聯邦最高法院在Ballew v.Georgia,435 U.S. 223(1978)案件中表示，許多實證資料都顯示，如人數越少，越不可能達到有效率形成集體審議的情形，或是越無法達成一致的裁決可能性升高，或是將無辜的人判決有罪的誤判比率增加，甚至是產生少數族群較不容易擔任陪審員等狀況。因此法院認為當陪審團人數少於6人，陪審團代表性及可信賴性都受到實質減損，因而認為陪審團成員如於6人，將侵犯被告依據憲法第6修正案、第14修正案所擁有的接受陪審團裁判的權利。換句話說，在該案件所建立之原則就是美國刑事訴訟陪審團人數的最低下限為6人。
    而在williams(1978)案件後，根據學者的觀察，有超過30州在輕罪案件中准許使用少於12名陪審員的陪審團。只有康乃迪克州(Connecticut)在除死刑外的案件外，准許僅有六名陪審團成員的陪審團[footnoteRef:6]。 [6: See Erwin Chemerinsky、Laurie L. Levenson, Criminal Procedure, Wolters Kluwer,at 741(2008) ] 


[bookmark: _Toc369080525]三、陪審制度適用的範圍
    美國聯邦憲法第3修正案規定：除了彈劾案件(impeachment)外，所有犯罪的審判，均需由陪審團來進行。(The trial of all crimes, except in Cases of Impeachment ,shall be by jury.)；另外第6修正案亦規定：所有被起訴的被告，應享有由犯罪發生地的州及地區所產生的公正的陪審團進行快速、公開的審判的權利。(In all criminal prosecutions, the accused shall enjoy the right to a speedy and public trial, by an impartial trail of the State and District wherein the crime shall have been trial.)，這兩項規定係美國聯邦法院刑事訴訟以陪審團進行審判的憲法依據，但如僅有這兩項規定，則僅規範聯邦法院，各州法院並不受其拘束。所以，聯邦最高法院在Duncan v. Louisiana, 391 U.S. 145,88(1968)案件中表示透過憲法第14修正案的正當法律程序條款，並結合第六修正案將提供各州人民在各州法院進行的刑事訴訟上享有受陪審團審判的權利。
    不過由於各州憲法後來均有賦予刑事訴訟的被告接受陪審圖審判的權利，因此聯邦最高法院此項判決之實質功能便不明顯，而僅是給予被告主張陪審團審判權利多一項憲法依據。綜合言之，無論是聯邦法院或是各州法院，刑事訴訟的被告均享有接受陪審圖審判的權利。只是，是否所有刑事犯罪案件均可以享有陪審團審判的權利，以下分述之：
[bookmark: _Toc369080526](一)人民可以自由選擇。
    儘管聯邦、州憲法、法規均有規定刑事訴訟的被告享有接受陪審團審判的權利，但並未強迫被告一定要接受陪審團裁判的制度。也就是說，被告可以在個案中選擇是否接受陪審團審判，而其選擇的方式有二，分別是透過與檢方認罪協商或是選擇由法官直接審判等兩方式，被告透過上開二方式來放棄接受陪審團裁判的權利。而在此情形下，法官依據聯邦刑事程序法(Federal Rule of Criminal Procedure)第11條(b)項之規定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必須要確認不接受陪審團審判的被告是自願的且對於這樣的程序有認識的，以及被告認罪的基本事實確實是存在的[footnoteRef:7]。 [7: See James J. Gobert、Ellen Kreitzberg、Charles H. Rose（2011）,supra note1,at45-48.] 


[bookmark: _Toc369080527](二)嚴重犯罪（Serious offenses）的案件始適用陪審制度
    聯邦最高法院在Duncan案件中認定刑事案件被告在除了輕罪(petty offenses)以外的犯罪案件，均可以擁有接受陪審團審判的權利。雖然最高法院在那個案件中並未清楚對所謂輕罪或嚴重犯罪劃出明確的界線，但其仍在該案件中指出如果一個犯罪可能的刑度是超過六個月，則立法者可能暗示該犯罪已經嚴重到需要使用一個陪審團來審判。接下來的聯邦最高法院判決如Baldwin v. New York ,399 U.S.66(1970)均以被告可能遭判處的徒刑是否超過六個月，也就是法定刑來認定是否為嚴重犯罪。
    其他的處罰是否能視為嚴重犯罪，在Blanton v. City of North Las Vegas,489 U.S.538(1989)案件中，聯邦最高法院便認定儘管是高額的罰金刑或是吊銷駕駛執照等處罰並沒有嚴重到可視為享有陪審團裁判權利之嚴重犯罪。

[bookmark: _Toc369080528](三)多數輕罪競合後法定刑超過六個月並不適用
    雖然單一輕罪並未有可能超過6個月以上的刑期，但如果被告所觸犯之犯罪為多數，被告經判決有罪後，合併執行之刑期可能會超過6個月，此時，被告所犯之數罪是否可合併視為嚴重犯罪，而擁有陪審團審判之權利，聯邦最高法院在Lewis v. United States,518 U.S 322 (1996)案件中表示儘管被告被指控觸犯數個輕罪，但其仍然無法享有接受陪審團審判的權利。

[bookmark: _Toc369080529]參、美國採用陪審制的條件
    美國刑事訴訟採取陪審制的原因，除了美國聯邦憲法的規定外，美國到底為何如此依賴陪審制？對此議題，在日本前幾年探討是否引進陪審制時，有幾位學者分別提出看法，而認為美國之所以如此信賴陪審制的原因，主要基於歷史經驗、多元社會等等，另外也有學者認為實施陪審制跟其他人民參與審判制度的原因均是對職業法官不信任，試分述如下：
[bookmark: _Toc369080530]一、歷史經驗
    其實任何制度的產生，背後均有其歷史因素，日本在決定採取何種人民參與審判制度時，學者Hideo Tanaka便曾提出，美國人之所以對於陪審制有高度信賴是基於兩個歷史經驗，第一是在殖民地時期，幫助新大陸的居民對抗英國的暴政；第二是在19世紀初期，美國民主制度較被接受時，美國人民便建立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的信心，並據此質疑日本是否有相類似的歷史經驗，而能夠引進陪審制[footnoteRef:8]。雖然學者Hideo Tanaka後來改變見解，認為日本應引進陪審制[footnoteRef:9]，但他先前反對的見解，似乎也可以提供臺灣在引進陪審制時應加以檢視之處。也就是說，臺灣雖然也是個曾遭日本殖民的國家，但臺灣是否具有如此的歷史經驗，可以移植這樣的制度。 [8:  See Takuya Katsuta, Japan’s rejection of the American criminal jury, 58  
  Am.J.Comp.L.497,summer 2010,at 509.]  [9:  Id., at 509.] 


[bookmark: _Toc369080531]二、多元社會
    美國並非以單一種族為主，而係以外來移民為主的國家，也因此美國人的組成來自多種族，而呈現一種多元環境。而陪審制強調的是凝聚社會的共識，並將該共識灌入司法判決中，對於美國這樣種族多元，利益也多元的環境，陪審制恰巧可以成為發現團體共識的工具。畢竟，陪審團成員來自於社會各團體，這樣的組合比起背景較為單一的職業法官，應該更能反應社會多數對於案件的觀點及態度，並較能確保案件的結果與社會大眾的共識是一致的[footnoteRef:10]。 [10:  See Valerie P. Hans, What difference does jury make, Vol.3,No.1,Y.L.J.,May,2012,36,at39-40.] 

    日本著名美國法學者Koichiro Fujikura也指出，就因為美國是一個多元社會，所以需要陪審制作為教育工具，以幫助公民認識司法制度。而且陪審員自社會團體產生加強了人民對司法程序正當性及公正的信心[footnoteRef:11]。 [11:  See Takuya Katsuta(2010),supra note8 ,at 509.] 


[bookmark: _Toc369080532]三、對於職業法官或國家權力的不信任
    就陪審制的背景思想，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對於陪審團制度有發展性意義的Duncan v. Louisiana,391 U.S. 145(1968)案件中，由歷史及哲學角度提出了下列解釋：接受陪審團判決的權利是防禦人民免於遭受國家壓迫。…，提供給被告擁有接受陪審團裁判的權利，也就是提供給他極貴重的保護傘，可以對抗貪汙的或是過度積極的檢察官以及對抗順從的、偏見的與古怪的法官。假如被告比較想要由具有社會共識的陪審團審判，而不是由較具有專業訓練但較少同理心的法官審判，那麼被告就應該擁有陪審團審判的權利。除此之外，在聯邦或各州憲法的陪審團條款反映了一項事實，就是不情願將決定生命或自由的權力全部信託給一個法官或一群法官。由於對沒有制衡的權力的畏懼，所以在聯邦或州憲法均堅定要求在刑事審判上需要有社會群體的參與來決定有罪或無罪。
    由上述可知，陪審制的目的是預防獨裁權力的運用，是將社會群體的常識判斷作為防備過度積極的、錯誤的檢察官起訴的避風港或預防有偏見或不正常的法官。也就是說，陪審制係立基於對國家權力運用的不信任的前提，希望透過陪審制度作為國家權力運用與人民基本權益保障間的緩衝區。

[bookmark: _Toc369080533]肆、陪審制的優點與困境
[bookmark: _Toc369080534]一、採用陪審制之優點
[bookmark: _Toc369080535](一)民主
    儘管有論者對於陪審制的理念之一係司法民主化有些所質疑[footnoteRef:12]，但大多數論者均認為，陪審團的民主功能在於透過陪審團這個工具，使人民參與審判的同時給予人民法律教育，並進而使人民得以更積極參與其他政治活動，而達到民主的功能，因為當人民參與一種，就會參與其他的活動。也就是說，將人民參與審判視為民主價值，並進而認為是司法民主化的一項體現[footnoteRef:13]。如著名的法國政治思想家Alex de Tocqueville(托克維爾) 便曾說：美國的陪審團是一個公開的學校，教導美國人民認識法律。因此，換句話說，實施陪審制可讓人民由被統治的個體提升為較積極參與政府權力運作的公民。 [12:  參張永宏，論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的基本理念(上)--兼評人民觀審試行條例草案之立法宗    
  旨，月旦法學雜誌，212期，頁130-133，2013年。]  [13:  See Valerie P. Hans(2012), supra note 10,at40、50] 

    而這項論點，至少在擔任陪審員後會提高曾擔任陪審員的人的投票率這項論點上，獲得美國2份實證研究加以支持。其中一份實證研究是分析曾擔任Thurston、Washington等地共約800名的陪審員在擔任刑事法庭的陪審員之前及之後，對於選舉投票的態度，該研究顯示這約800名的陪審員在擔任陪審員之後，其投票的頻繁程度遠較他們所提供先前的投票頻率還要來得高[footnoteRef:14]。而另一份研究是針對橫跨美國7個地區，共高達1萬3000名曾參與刑事審判的陪審員所做的研究，該研究也顯示，無論該名陪審員所參與的審判有無達到一致的裁決，曾擔任陪審員的經驗會讓先前已規律投票的人，會繼續規律去投票，而其他人投票的可能性則大為增加[footnoteRef:15]。不論是上述哪一項實證研究均足以顯示，透過陪審制度，可以讓人民對於其他政治活動，如投票的參與度因而提高，間接增進了民主。 [14:  Id.,at 52.]  [15:  Id.,at 52.] 

    
[bookmark: _Toc369080536](二)提昇司法正當性
    當司法僅由職業法官所掌握，儘管職業法官所做出來的最終決定與採用陪審團所做出來的決定是相同的，但單純由職業法官做出的決定在可信賴的程度上，相較於陪審團的決定係較低的。尤其是當法院面對政治案件時，讓人民參與審判，至少可以提供給予司法機關保護傘[footnoteRef:16]。 [16:  Id.,at39-41.] 

    在美國，有一項對於橫跨16個聯邦或州法院、超過8000名陪審員的研究，該研究發現有63%的陪審員回應表示他們在擔任陪審員後，對於陪審員之職位較為支持[footnoteRef:17]。另外也有研究顯示，擔任過陪審員的人民較容易認為法院是公平的[footnoteRef:18]。這些實證研究，更證明陪審制對於司法的正當性帶來正面的影響。 [17:  Id.,at 51. ]  [18:  Id.,at 51.] 

    當然，除了提昇民眾對於司法的信任感及支持外，陪審制提高司法正當性的功能，也發生在司法貪汙狀況的減少。畢竟，司法體系下難免會有貪汙的狀況，陪審團當然也有可能貪汙，但是相較於職業法官，陪審團由於有至少6名成員以上，系統的、集體的貪汙發生情形較低，畢竟陪審員僅僅指決定一件或少數案件。他們並非一再重複擔任審判職務的人[footnoteRef:19]。而減少司法的貪汙的情形，對於司法受人民敬重、支持，實有正面的助益。 [19:  Id.,at 40.] 


[bookmark: _Toc369080537](三)提供人民對付獨裁政府或司法濫權的保護傘
    在18世紀甚至更早，歐洲大陸的啟蒙思想家及改革派人士便將英國的陪審制視為摧毀一切舊制度思想的有效工具，甚至將其奉為阻止司法權力濫用的唯一方式。著名的法國思想家Sieyes在論及英國陪審制的價值時便宣稱：…將英國所擁有的一切良好制度都歸功於憲法本身(這裡指的是西元1215年的大憲章)…，這顯然是錯誤的。很明顯有一種”法”優於憲法，即陪審團的裁判，…陪審團是英國公民自由的真正守護神，…陪審團的判決是防止司法權力濫用的唯一方式[footnoteRef:20]。而在歷史經驗上，陪審團確實也曾經扮演了阻擋英國政府暴政的工具[footnoteRef:21]，而近代，以距離我國較近，且同為華人社會的香港為例，陪審制在該地區也被視為對抗壓迫的保護傘及保護自由的堡壘[footnoteRef:22]。因此，陪審制確實可以成為人民對抗獨裁政府或司法濫權的工具[footnoteRef:23]。 [20:  參施鵬鵬(2008)，陪審制研究，頁79，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1:  See Takuya Katsuta(2010), supra note 8,at 509.]  [22:  See Sanja Kutnjak Ivkovic,Lay participation in criminal trials: The case of Croatia,Austin & 
   Winfield,Publishers,at58(1999).]  [23:  See Randolph N. Jonakait(2003), supra note1,at28-30.] 


[bookmark: _Toc369080538](四)較多元的事實發現
    職業法官雖然受過專業的法律訓練，也許一開始，相較於其他參加審判的人民擁有較好的事實發現能力，但多年下來，也許因為慣性，或因為個人偏好，職業法官面對個案時的態度或思考，極容易變成一種例行公事，或是因個案與先前案例相關，故在未完全看完卷證時，便因先前案例處理的經驗，而對目前經手的個案產生預見。然而陪審員因為來自於社會中各行各業，因此較可能比職業法官更能擁有更寬廣的思考角度及經驗。畢竟，陪審團因來自於多元的一般民眾，故較能由多重角度及觀點來發現事實。因為生活經驗、觀點、態度、教育背景在在都影響一個人如何去評價法律糾紛。另外，因為陪審團成員來自於不同的背景，所以相較於職業法官，陪審團的評議，應該會較健全及豐富。換句話說，陪審員是有機會讓嚴峻的法律更貼近他們所認為的正義，相對的，職業法官只能嚴謹的遵守法律規定[footnoteRef:24]。也就是說，陪審團便是透過分歧的意見來矯正職業法官的慣性思維[footnoteRef:25]。 [24:  See SanJa Kutnjak Ivkovic(2008),supra note22,at53]  [25:  參施鵬鵬(2008)，同前註20，頁83。] 


[bookmark: _Toc369080539]二、採取陪審制可能的困境
    雖然陪審制具有上述優點，但幾乎沒有制度是毫無瑕疵的，因此也並非不存在對於陪審制的批判，以下便分析數個對於陪審制常見的批判：
[bookmark: _Toc369080540](一)陪審員大多是不懂法律、未曾接受法律專業訓練之人民
    陪審制如同其他人民參與審判的制度一樣，都是引進不具有法率專業的人民參與司法審判，因此也都存在對於參與人民在不具有法律的專業及訓練下，如何能正確裁判的質疑與批判。而這些反對人民參與審判制度的人通常都會說，因為人民不懂法律，所以他們都會依據自己的知識、經驗來判斷，而這些常常會是偏見[footnoteRef:26]。 [26:  See Randolph N. Jonakait(2003),supra note1, at 65.] 

    尤其是，今天的刑事或民事糾紛較以往陪審團初設立年代時的糾紛更為複雜，因此如何期待一群隨機選取的陪審員來進行正確的裁判。批評者因而認為，較大的可能是在今日複雜的訴訟中，陪審員並無法正確理解在這些案件中的法律及證據，因而他們的裁決往往係受到種族歧視或其他的偏見的影響[footnoteRef:27]。根據美國實證研究顯示也支持這樣的論點，也就是說，儘管具有淘汰程序可以淘汰具有偏見的陪審員，許多陪審員確實受其本身的偏見來做出陪審團的裁決[footnoteRef:28]。 [27:  See Valerie P. Hans, U.S. jury reform: The active jury and the adversarial ideal,Sanit Louis 
   university public law review,Vol.XXI, Number 1,2002,at 86     ]  [28:  See Valerie P. Hans、Alayna Jehle, Symposium: The jury at a crossroa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Chicago—kent Law Rev. Vol.78,Number 3,2003,1179,at1179-1180.  ] 

    而陪審員的偏見不僅僅對於同樣國籍的本國當事人，對於外國人一樣會有偏見，美國學者Kimberly Moore檢驗由西元1983年到2000年的專利侵權判決，其中包含由職業法官單獨做成的676件及由陪審團做成的533件判決。在檢驗後，Kimberly Moore發現在陪審團審理的案件中，外國籍當事人僅勝訴約36%，相較於職業法官所做成的判決，外國籍當事人的勝訴率提高到54%，因此Kimberly Moore認為陪審員對於外國藉的當事人，較職業法官係較為仇視或具有偏見[footnoteRef:29]。 [29:  See Neil Vidmar、Valerie P. Hans(2007), supra note1,at 152.] 


[bookmark: _Toc369080541](二)耗時的制度
    一直以來，耗時及高昂費用一直是陪審制被批評的地方[footnoteRef:30]，只是，到底一般民眾花了多少時間在陪審制上，要解答這個問題需要知道陪審案件審理時，一般需要多少時間，但這項資訊，無論是全國性的或是各州的幾乎都無法取得。唯一可獲得的官方資料是依據地方司法機關網站上的資料，上面顯示陪審案件的審理期間大略為2到4天。這樣的估計，學者[footnoteRef:31]認為基於下列理由，這樣的估計，顯然過為樂觀，首先是因為公布的司法機關具有鼓勵民眾參與陪審的利益。再者，由於陪審員大多是不具有專業法律知識的人民，為使陪審員能理解並加深陪審員的印象，檢、辯雙方通常均會以戲劇化的表演來吸引陪審員的注意及興趣，而這些動作，在只由職業法官審判時，大多不會出現，畢竟在僅由職業法官進行審判時，檢、辯雙方做這樣的動作，只是考驗法官的耐性。所以，為了引起陪審團的興趣，使陪審團成員能集中精神理解案件的審理，檢、辯雙方因而所為的誇張性、戲劇化的演出，將無形中拉長了訴訟程序。最後，檢、辯雙方為確認陪審員是否能理解法庭進行的狀況及證據，減緩陳述速度或一再重複陳述，也是常見的事，而法官在案件審理前，給予陪審員的指導及言詞辯論終結前的總結，為使陪審員理解，也可能一再重複[footnoteRef:32]。凡此，均是在單獨由職業法官審理時，所不會增加的時間成本。也就是說，在陪審制下，為確保陪審員能支持自己的論點，檢、辯雙方在法庭上的陳述所耗費的時間，將遠比單獨由職業法官審理時，還要來的長。而法官部分，為確保陪審員能充分理解，給予陪審員的指導及說明案件的總結，亦都是在陪審制下才會耗費的時間成本[footnoteRef:33]。是以，不論官方統計資料為何，陪審制下的審理時間，似乎將較單獨由職業法官審理時來的冗長。 [30:  See Ryan Y. Park, The globalizing jury trial :Lessons and insights from Korea, 58 
  Am.J.Comp.L.525,at 539(2010).   ]  [31:  Michael Singer, Jury Duty-Reclaiming your political power and taking responsibility,Praeger,at 
  15(2012)]  [32:  Id.,,at21  ]  [33:  Id., at16-19.] 

    更且，儘管陪審案件審理期間真如官方統計資料，僅需2到4個工作天，但在陪審團審理前，尚有一些前置作業，如陪審員傳喚、遴選程序，這些程序所耗費的時間，亦應被視為陪審團制度的時間成本。只是前述官方的估計2到4個工作天，似乎少了遴選陪審員所需耗費的時間。
    依照目前對於美國全國性法院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在重罪的陪審員遴選程序所耗費的時間，聯邦法院約3.8小時，而州法院則是3.6小時[footnoteRef:34]。乍看之下，陪審員遴選的時間並不冗長，但這樣快速的遴選程序，實際上常係因法院限制詢問候選陪審員的時間、方式及問題內容，以及對於候選員採取團體詢問，而產生之時間節省的結果。但此一來，檢、辯雙方受限於精簡的審查、遴選程序，在淘汰候選陪審員時，便常常因資訊不足，而只能基於老掉牙的性別、種族等特徵來進行篩選。畢竟，漫長的遴選程序似乎是陪審制度的必然。因為，如果要避免檢、辯雙方在遴選陪審員時，只依賴老掉牙的性別、種族等因素進行遴選，那麼就需要提供檢、辯雙方足夠的資訊[footnoteRef:35]，而這除了靠先前的問卷外，尚需充分的、較無限制的voir dire程序加以補充。只是，如此一來，因為要進行充分、較無限制的審查程序，則需要大量的時間，此無形中將造成審判程序的冗長，是以，如果為使遴選過程能充分排除具有偏見的陪審員，那麼冗長的遴選程序將無法避免，因而遴選程序所耗費的時間成本應遠高於上開官方統計的數字。舉例來說，在知名籃球明星Kobe Bryant涉嫌強姦案件中，傳喚了將近864位候選陪審員[footnoteRef:36]，光審查這些陪審員是否具有擔任陪審員的基本資格（如是否符合居住一年的條件等），便需花費不少時間，更何況，當符合資格後，進行這麼多人的voir dire程序，勢必非上開統計資料顯示的3.8小時內可以完成。 [34:  See Neil Vidmar、Valerie P. Hans(2007),supra note 1,at 89.]  [35:  See Valerie P. Hans,、Alayna Jehle, Avoid bald men and people with green socks? Other ways to 
  improve the Voir Dire process in jury selection,Chicago-Kent Law Review,Volume 78,Number 
  3,2003,at 1190-1191.]  [36:  See Neil Vidmar、Valerie P. Hans(2007), supra note1,at 89.] 

    總括來說，由於不論是審前的遴選程序，或是審理期間所增加的時間成本，兩者均不會出現在單獨由職業法官承辦的案件上，是以，本文以為，陪審制度相較於職業法官審判，確實係較為耗時的制度。

[bookmark: _Toc369080542](三)高額的財政負擔
    其實不論是哪一種人民參與審判制度，將人民引進司法審判之中，相較於原先由職業法官審判的制度，便會增加原來制度所沒有的財政負擔，亦即，評審員做裁決的一切費用，均是採取陪審制所需增加的費用,如參與審判人民的車馬費。而且參與司法審判的人數越多，對於國家財政的負擔相對的也會更重。如我國刻正研擬的觀審制，對於觀審員的人數多寡，便加入了財政負荷之考量，以避免對我國財政造成嚴重負荷[footnoteRef:37]。是以，依照同樣邏輯，當面對是否引進一向有”太貴”之批評的陪審制的問題時，財政考量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問題，但陪審團的費用究竟為何？因為陪審團的運作，除應有的人事成本外，尚有一些係單獨由職業法官承辦時所沒有而增加的費用項目，茲列舉其中二項項目分析如下： [37:  參林俊益、林信旭，人民觀審制之建構(一)，軍法專刊第58卷第3期，頁29（2012）。] 

1、傳喚候選陪審團成員的費用
    要遴選陪審團成員前，需先經歷傳喚候選陪審員之程序，而此程序亦是陪審團制度運作很重要的前端作業，但傳喚的成本實際上也是一項高額的負擔。以美國傳票寄送的費用為例，雖然缺乏寄送傳票的信件種類(如是否掛號)之官方統計資料，但學者仍以最小估計的方式，也就是以最便宜的郵件寄送費用(0.1美金)進行預估，預估結果為美國各州(不含聯邦法院)一年花在傳喚共約3200萬人次的候選陪審員的費用便逾3百萬美金[footnoteRef:38]。 [38:  See Michael Singer,(2012),supra note 31,at14-20.] 

    再以我國法院實務運作為例，法院送達傳票時，通常以雙掛號(約新台幣34元[footnoteRef:39])為之，尤其在詐騙案件猖獗後，為與詐騙集團以平信所寄發之信件區別，更是以雙掛號寄送傳票為宣傳。因此如實施陪審制時，我國估算傳票寄送的費用最小額便是約新台幣34元。而傳喚人次，因為我國並未實施陪審制，因此本文便以美國的總人口與傳喚人次作為我國如實施陪審制後，可能的傳喚比例來計算我國實施陪審制後可能的傳喚人次。依據美國人口統計局(Census Bureau, Unuted States )2012年12月的人口預估為313678212(約3億1千3百萬)人[footnoteRef:40]，而傳喚人次為3200萬人，則比例約10.22%，取10%來計算，但此10%的比例是包含民事及刑事陪審團，由於欠缺實際民事陪審團與刑事陪審的傳喚比例概況，因此本文以刑事陪審團僅約佔總傳喚比例的5成即5%來計算。而依我國內政部統計局的人口資料，我國2012年12月人口約23,315,822[footnoteRef:41](即約2300萬人)，則我國實施陪審制之傳喚人次可能為115萬人次。因而預估的傳喚費用則將高達230萬人次乘以每人次新台幣34元，即為新台幣3910萬元。換句話說，如果在實施陪審制後，我國光耗費在陪審制上，粗估的傳票費用，便將高達新台幣3910萬元。- [39:  http://www.post.gov.tw/post/internet/a_mail/index.jsp?ID=16102]  [40:  http://www.census.gov/popest/data/national/totals/2012/index.html]  [41:  http://statis.moi.gov.tw/micst/stmain.jsp?sys=100] 


2、硬體建設改善及維持的費用
    所謂硬體建設的改善，如大批候選觀審員抵達法院時之等候場所或陪審員作評決時的場所。以遴選陪審員為例，當遴選陪審員時，法院所傳喚的候選陪審員的人數常常是數倍於實際參與審判的陪審員人數(即12名)。因此當大批候選陪審員抵達法院時，應有場所可以安置候選陪審員，並作基本資格(如是否為居住一年的居民，或有其他不應擔任陪審員條件等)審查之場所，或者是當進行審查程序(Voir Dire)時，其他尚未審查的候選陪審員可以休息等候的場所，而這樣的場所，目前各法院的硬體設施是否足以因應，如不能因應，則改建硬體設施及設施增建後加以維持的費用，亦均將是實施陪審制不可避免的成本[footnoteRef:42]。 [42:  See Michael Singer(2012), supra note31,at 20(2012).] 

    再者，當辯論終結，陪審員需要作裁決時，應有場所供所有陪審員能秘密進行討論、裁決之處所，同樣的，這樣的場所，如各法院不能提供，則便需增建，如此增建及增建後的維護費用，又將是實施陪審制的必要成本[footnoteRef:43]。 [43:  See Michael Singer(2012),supra note 31,at20.] 

    而這樣的成本有多高昂？以紐約州來說，每年花費在安置陪審員上的費用便高達4百萬美金[footnoteRef:44]。也就是說，儘管根據統計，美國全國一年僅約有1.3%的案件進入陪審[footnoteRef:45]，但單單光要安置陪審員，使其能與外界有適當隔離的建設費用便高達4百萬美金，費用之高，實令人咋舌。 [44:  See Ryan Y. Park(2010),supra note30 ,at539.]  [45:  Id.,at 539.] 


[bookmark: _Toc369080543](四)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的拔河
    在陪審制下，程序正義受到高度重視，也就是被告是否受到公平的追訴、審判，相對之下，正確的結果即被告是否犯罪或究竟是何人犯罪，便很容易也常常被忽略[footnoteRef:46]。這樣下來，刑事訴訟發現真實的功能，是否會因為採取陪審制而減損，是有疑問的[footnoteRef:47]。 [46:  See Takuya Katsuta(2010), supra note8,at514.]  [47:  See Takuya Katsuta(2010), supra note 8,at515.] 

    這背後其實是個值得討論的議題，也就是刑事訴訟最主要也是第一個的目的究竟為何？是長期以來教科書所提及的發現真實，還是英美刑事訴訟所強調的保證人權，尤其是被告的人權。如果是發現真實，那麼過度強調程序正義而使得實質正義有所減損的陪審制，是否完全適合，實有詳加討論的空間？

[bookmark: _Toc369080544](五)陪審團裁決通常不具有可預測性及一致性
1、不具有可預測性及一致性
    理論上，陪審團裁決時，因可以不嚴守法律的規定，而將陪審團認為的正確的價值觀注入司法判決中，而獲得他們所認為的正義[footnoteRef:48]，但這樣的優點，美其名為較符合人民法律感情。但在這同時，因為陪審團係個案而組成，因此不同的陪審團對於類似個案，可能擁有不同的價值觀，加上每一個陪審團均可能逸脫法律的規定，於是乎，個案的結果顯然較需嚴格遵守法律的職業法官的判決，更難以預測，如對於同一案件下，共同被告遭起訴的犯罪，均具有超越合理懷疑證據足以證明的情況下，卻僅裁決1名共同被告有罪，另1人則裁決無罪的情形[footnoteRef:49]。 [48:  See Valerie P. Hans(2012), supra note 10,at46.]  [49:  See Andrew D. Leipold, Rethinking jury nullification,82 Va.L.Rev.253,March 1996,at 278.] 

    換句話說，雖然陪審團的裁定可以比職業法官所做的判決，更符合陪審團成員所認定的人性與正義，因為職業法官必須嚴格依據法律裁判，而陪審團則無此限制，可以依據他們的嘗試來解釋法律、評價證據。但這個優點同時，也代表著陪審團裁定的不可預測性。在美國田納西州，有個陪審團的笑話，或許可以解釋這樣的情形。這個笑話是這樣的，有個被告偷了一隻驢，而證據也充分顯示被告確實偷了那隻驢。只是因為陪審團成員認為被告本身正直、可受尊敬，而且也確實需要那隻驢來幫忙他農田的工作以改善被告自己的家計。於是，陪審團做了一個裁定就是，被告無罪，但他必須將該驢返還予被害人。法官因為該裁決有不一致性，所以拒絕該裁決，並請陪審團重新做裁決。五分鐘後，陪審團重新做出一項符合一致性的裁決，就是被告無罪，他可以保有那隻驢子[footnoteRef:50]。 [50: See Valerie P. Hans(2012), supra note10,at45-46.] 

    再者，雖然陪審團設計的目的是希望藉由陪審團注入社會大眾的價值觀，但如果陪審團本身的價值觀反而與社會大眾的價值觀相歧異呢，屆時的我們是否能夠有足夠智慧能化解及包容。舉例來說，美國著名的Amadou Diallo案件中，4名Bronx的警察槍殺了一名移民即Amadou Diallo，其中一名警察還射擊Amadou Dialloel 高達41槍，但陪審團卻裁定這4名員警是無罪的。這樣的裁定結果，在紐約市引發了一言串的遊行[footnoteRef:51]。在這個案例中，社會大眾的意見似乎認為4名員警應判處有罪，但陪審團卻認為係無罪，很明顯的，社會大眾的多數意見在此與陪審團所代表的社會大眾的價值觀發生了牴觸，此種情形，更彰顯了陪審團裁決的不可預測性。  [51: See Diane E. Courselle, Struggling with deliberative secrecy, jury independence, and jury 
  reform,57 S.C.L.Rev.203,Autumn 2005,at 206. ] 


2、較不重視犯罪防制及過於寬容
    從陪審制誕生以來，有關陪審團過分寬容的批評之聲便不絕於耳，尤其是在以犯罪控制為刑事訴訟主導理念的大陸法系國家。一種代表性的觀點認為，陪審制所捍衛的自由是犯罪嫌疑人甚至是真正犯罪者的自由，寬容的心態以及過高的無罪釋放率已嚴重損及司法權威，並直接導致犯罪率的劇增，從這個意義上講，與其稱陪審制為自由守護者，不如稱之為罪犯包庇者[footnoteRef:52]。 [52: See Bernard Schnapper, Le jury francais aux XIX et XXeme siècles ,in The Trial Jury in England, 
  France,Germany 1700-1900,edited by Prof.Dr.Antonio Padoa Schioppa, Duncker & 
  Humblot,Berlin,1987,,at 213. 轉引自詩鵬鵬(2008)，同前註20，頁83。] 

    針對陪審團是否較為寬容，在美國有學者嘗試由定罪率的高低來分析，也就是藉由分析、比較陪審團與職業法官所判決案件的定罪率高低，來解釋陪審團是否比較寬容，而根據該學者所做的實證研究指出，在定罪率上，由職業法官單獨做的判決結果比由陪審團做的高出12%，似乎顯示陪審團有較職業法官更為寬容的情形[footnoteRef:53]。 [53:  See Valerie P. Hans(2012), supra note 10,at44.] 

    另外，也有學者由刑度輕重的角度來說明陪審團是否較寬容，英國學者的研究指出，由於職業法官較關心犯罪控制，因此對於刑度較嚴格。而陪審員則對於此種官方目標不太重視，反而較重視的是被告本身，因此刑度通常較輕。


[bookmark: _Toc369080545]伍、陪審團成員遴選程序及方式
    在美國，刑事訴訟陪審團組成的憲法基礎是美國聯邦憲法第6修正案，該條規定：被告有權被犯罪發生所在的州或地區組成的公正陪審團審判的權利(defendants have the right to trial by an impartial jury of the State and district wherein the crime shall have been committed.)。因此關於陪審團的遴選，也就圍繞在如何遴選出公平(impartial)的陪審員此項目上，以下就由美國陪審員遴選先後過程，來分析美國陪審員遴選的程序與方式。
[bookmark: _Toc369080546]一、第一步先建立候選成員名單（跨階層的遴選）
    在陪審制的發展過中，如何找尋合適的陪審團成員以建立公平的陪審團，一直是個值得探討的議題。由早期西元1215年，英國發展陪審團制度初期的僅有社會菁英成員(The Elite Jury)方可以成為陪審團成員[footnoteRef:54]，到今日，美國陪審團成員需有代表性的來自社會各階層成員（A fair cross section of community），這期間的演進與發展主要來自於禁止僅針對特定團體成員徵選及禁止排除特定團體或特定職業、性別、種族兩方面來確保各階層的人均可能獲遴選為陪審員，而達到陪審團候選成員的擴張： [54: See Neil Vidmar、Valerie P. Hans（2007）,supra note 1,at66-67.] 

[bookmark: _Toc369080547](一)就特定團體成員徵選之禁止或減少使用
1.Keyman制度之減少使用
    在過去，陪審員常常係由所謂Keymanw他們所遴選、指定而來。至於Keyman，顧名思義，係指團體中的重要成員，如市議員、地區銀行家、牧師等。而在Keyman制度下，陪審員係由社會的Keyman來指定，換句話說，Keyman的責任是來辨別他們認為哪一個人才是符合資格的陪審員。在此制度下，Keyman指定陪審團人選的範圍，大多來自於社經地位屬於中上階級的人民，也因為他們的責任是確認哪些人是符合資格的陪審員，則如此一來，他們很有可能會僅指定他們自己的舊識[footnoteRef:55]。 [55: See Valerie P. Hans、Neil Vidmar(1986),supra note 3,at53.] 

    雖然1968年聯邦陪審團遴選及服務法（Jury Selection And Service Act of 1968）的制定，係傾向讓Keyman制度減少使用，但根據學者的觀察，仍有部分的州法院使用該制度[footnoteRef:56]。 [56: See James J. Gobert、Ellen Kreitzberg、Charles H. Rose（2011）,supra note 1,at226-228.] 

    為何在強調跨階層遴選陪審員的今日，仍有這樣的Keyman制度
的存在，這樣的制度是否當然違憲？然而，許多法院的判決，如U.S. v. DiTommaso,405 F.2d 385(4th Cir.1968)，認為該制度並未當然違憲，這些判決傾向於去查核在該制度下，Keyman如何被遴選出來。只要Keyman被遴選的範圍是越廣的，而該Keyman是各團體的代表，則該制度越可能被認為是合法的，如U.S. v. DiTommaso,405 F.2d 385(4th Cir.1968)案件中，Keyman便因包含了宗教領袖(牧師、神父、祭司等)、州政府公務員、州法院的職員、遺囑的登記者、選舉的監督人以及勞工領袖，廣泛涵蓋各階層，而被法院接受。

2.不得僅針對特定團體成員進行徵選
    聯邦最高法院在Glasser v. U.S.,315(1942)的案件中，面對該案件中女性陪審員均只由伊利諾婦女投票者聯盟中選出之情況時，指出無論該團體多具有高道德標準、或是被社會公共道德標準所深深影響，如陪審團成員僅就該團體成員進行徵選，此時都無法減少這樣的遴選程序隱藏著這樣的團體成員可能具有較支持檢方的偏見。而這樣的遴選是沒辦法達到傳統上對於陪審團成員遴選的標準。

3.不得由具有與案件相關的特定知識、經驗的成員中遴選
    在陪審團制度一開始發展之時，陪審團的成員是就對於個案有特殊知識或經驗的成員加以遴選而組成特別陪審團，最早有記錄的特別陪審團是在西元1351年，該案件的陪審團是由廚師跟魚販組成，來判定被告是否販賣壞掉的食物。而特別陪審團在西元1700年代是非常興盛的，但之後就逐漸式微[footnoteRef:57]。  [57:  See Neil Vidmar、Valerie P. Hans(2007),supra note1,at.68.] 

    由於特別陪審團僅著重於陪審員的專業知識或經驗，因此所遴選的陪審員，似乎無法符合跨階層遴選的標準，而且根據一項紐約州司法委員會在1938年的調查顯示，特別陪審團較容易形成有罪的裁定。因此在今日，根據學者的觀察，美國僅有少部分的州仍在少部分極為複雜的民事案件上，允許法院就針對具有特定知識、經驗的成員遴選陪審員，至於刑事案件，則並未使用。如德拉瓦州(Delaware)便有特別法准許在特別複雜的民事案件上，使用特別陪審團[footnoteRef:58]。 [58:  Ibid,at69.] 


[bookmark: _Toc369080548](二)禁止排除特定圖體、性別、種族之成員
1.早期陪審團成員限於有資力的人
    在西元1215年陪審制度最開始，所謂的由同儕中遴選出陪審員的觀念內是建立在同儕便是社會精英的前提下，亦即，陪審團的成員是由社會精英階層中遴選出來。這樣的概念是認為如果一個在社會上擁有高地位，卻被社會上多元種類的人來審判，是種很荒謬的作法。因此在此定義下，能被選為陪審員的人都是擁有自由之身（不是奴隸），且擁有大量財產的人，而這類型的人，在13世紀當時的英國，是屬於少數的[footnoteRef:59]。 [59:  Ibid,at66.] 


2.非裔美國人、婦女取得陪審團成員資格
(1)非裔美國人
  今日，在美國由非裔美國人擔任陪審員，並非不常見的現象，但這一步，其實歷經了一些艱辛的奮鬥過程。
A美國南北內戰前 
    在美國南北內戰後期前，除了極少部分的例外，非裔美國人多數是被排除成為陪審團成員的，儘管是在主張解放黑奴的北方各州，他們一樣無法順利的成為陪審員[footnoteRef:60]。 [60:  See Neil Vidmar、Valerie P. Hans（2007）,supra note 1,at71.] 


B.取得陪審團成員資格
   在美國南北內戰後，隨著美國憲法第14修正案賦予美國公民均得享有公民權限及第15修正案通過賦予黑人投票權，以及美國最高法院也在數個案件中樹立規則，使得只要具有美國國籍的各種族的人均得享有公民權利，包含擔任陪審員的權利。而在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中，最重要的判決就是在1880年的Strauder v. West Virginia,100 U.S.303(1880)案件。在該案中聯邦最高法院宣告West Virginia州將陪審團成員資格限制為白人的法律係違憲，這些均使得非裔美國人人在法律上取得了成為陪審團成員的資格[footnoteRef:61]。 [61:  See Neil Vidmar、Valerie P. Hans（2007）,supra note 1,at71；Randolph N. Jonakait(2003),supra note  
   1,at114-115.] 


C.系統性排除(Systematic exclusion)非裔美國人
    如前所述，在美國南北內戰後，非裔美國人雖然取得了陪審團成員資格，但他們實際成為陪審員，卻仍然面臨重重障礙。舉例來說，陪審員成員名單的來源是投票權人名單，然而在南部各州，黑人在投票權上面臨困境，因而使得黑人無法出現在具有投票權名單上，也無法因而被遴選為陪審員。儘管係在投票名單上的黑人，仍然常常會被Keyman的制度排除，而法院也以需要證據來證明是因為系統性排除的關係而使得黑人無法成為陪審員[footnoteRef:62]。 [62:  See Jeffrey Abramson, We The Jury :The Jury System and the Ideal of Democracy, 3rd,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USA)and London(UK),at108-112.(2003)；Neil Vidmar、Valerie 
   P. Hans（2007）,supra note 1,at71. ] 


D.無障礙的今日
    系統性排除非裔美國人之所以存在，係因證明的責任均落於主張的被告身上。為了解決系統性排除非裔美國人證明的困境，證明的標準在1935年Norris v. Alabama,294 U.S. 587案件後才放寬。這個案件雖然也是被告享有律師辯護權限的重要判決。這個案件中，聯邦最高法院指出，只要被告擁有足夠證據建立了有陪審團成員徵選的歧視時，舉證責任便會轉移到檢方，由檢方負責證明並沒有歧視[footnoteRef:63]。 [63:  See Neil Vidmar、Valerie P. Hans（2007）,supra note 1,at71-72.] 


E.禁止以種族原因系統性排除非裔美國人的原因
    首先，避免將特定族群排除於陪審團成員，毫無疑問，將可提昇陪審團裁決的民主正當性。除此之外，根據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法律與心理學教授Phoebe Ellsworth的研究報告指出，當陪審團成員沒有少數族群時，陪審團傾向會對身為少數族群的被告較為嚴格。該份報告進一步解釋，當有人提醒白種人時，他們會擔憂被認為是種族主義者，而避免偏見。然而當陪審團成員中均由白種人組成，他們往往會忘記平等主義的價值。這也就是說，陪審團成員納入少數族群將可提醒陪審團成員平等權的價值，而避免偏見的產生[footnoteRef:64]。 [64:  Ibid.,at75] 

    另外，縱然陪審團成員彼此擁有偏見，但多元組成的陪審團成員，將可使一定程度的偏見互相抵消，而達到無偏見的狀態，因此納入少數族群，將可能達到降低陪審團偏見。
   
(2)女性
    儘管在英國殖民時期，女性人口已約佔美國當時人口的一半，但由於繼承英格蘭地區的普通法的影響，女性僅有在如婦女是否確實懷孕、兒童福利等特別的案件中，才能擔任陪審員，除此之外，陪審團一直是男性同胞的專屬禁地[footnoteRef:65]。 [65:  See Jeffrey Abramson(2003),supra note 62,at112；Valerie P. Hans、Neil Vidmar(1986),supra note 
  3,at51.] 

    直到西元1870年懷俄明(Wyoming)領地賦予女性投票權，該領地的少數地區法院開始准予女性擔任陪審員。然而該准許僅是個別法院的特例，並非全面。第一個打破性別障礙，全面准許女性擔任陪審員的州政府是1898年的猶他州(Utah)[footnoteRef:66]。（Hans, judging the jury,P.51） [66:  See Jeffrey Abramson(2003),supra note 62,at112-113；Valerie P. Hans、Neil Vidmar(1986),supra 
  note 3,at51.] 

    但在西元1920年憲法第19修正案賦予女性投票權前，僅有少部分州，如猶他州、凱薩斯州(Kansas)、加州(California)等，允許女性擔任陪審員。只是這樣的情形，在女性取得投票權後並未立即改善，也就是說，投票權資格並無法立即、當然轉換成候選陪審員之資格。舉例來說，伊利諾(Illinois)州最高法院在1925年便針對該州的投票權人的文字解釋為僅限於男人[footnoteRef:67]。(Hans, American Jury,P.73 ;Jeffrey Abramson, We the jury,P.112 )，這樣的情形直到西元1940年，大多數的州允許女性擔任陪審員後才有改變。 [67:  See Neil Vidmar、Valerie P. Hans（2007）,supra note1,at73；Jeffrey Abramson(2003),supra note 
  62,at112；Randolph N. Jonakait(2003),supra note 1,at 115-117.] 

    另外，儘管在1940年女性在許多州取得擔任陪審員資格，但在部分的州，婦女如要擔任陪審員，需出於自願，且需要去法院做正式的登記。另外，法院也會准許女性以需照顧家庭或小孩的因素來免除擔任陪審員的義務。甚至到1966年仍有Alabama、Mississippi、,and South Carolina等3州禁止女性擔任陪審員[footnoteRef:68]。 [68:  See Randolph N..Jonakait(2003),supra note 1,at 116；Valerie P. Hans、Neil Vidmar(1986),supra note 
  3,at52-53] 

    不過到1975年，聯邦最高法院在Taylor v. Louisiana,419 U.S.522案件指出陪審團的成員是由跨階層或領域的社會成員中選出，是憲法第6修正案right to a jury trial的重要成分，如果各州州法將婦女排除在陪審團候選名單外，是違背憲法第6修正案所要求的公平的、跨階層的徵選的要求。幾年後，聯邦最高法院旋即在Duren v.Missouri,439 U.S.357案件中更進一步表示如果法規准許婦女可以去選擇適用排除被徵選為陪審團成員，那麼這項規定是違憲的，儘管該法並沒有對婦女擔任陪審團成員有所設限。

3、陪審團成員資格條件
    在今日，除了聯邦陪審團遴選及服務法（Jury Selection And Service Act of 1968[footnoteRef:69]）所規定的要件外，每一個法院也都有各自准許擔任陪審員的資格要件，不過通常都包含該法所認為不適合擔任陪審員的要件，如沒有公民資格、無法讀、說英文、嚴重犯罪的前科(即重刑犯)、嚴重的肢體損傷（如盲人跟嚴重的重聽）等，而聯邦陪審團遴選及服務法所規定之要件分述如下： [69:  28 U.S.C.A.§1861.] 

(1)非18歲以上的美國公民，且亦未在法院管轄區內居住滿一年。
(2)無法流利的讀、寫及了解英文，以至於無法順利的填寫陪審員資格 
  表。
(3)無法說英文。
(4)由於心理、身體的疾病而無能力順利執行陪審員任務。
(5)尚有一年以上徒刑的案件在審判中，或是在聯邦或州法院曾有觸犯
  一年以上徒刑的案件記錄，但未被褫奪公權者。
    
4.小結
    就如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Thiel v. Southern Pacific Co.,328 U.S.217(1946)案件中所說的，要求公平的陪審團實際成員必須包含社會中各種階層、種族、宗教、政治團體的成員是有其困難的，因此公平、有代表性的陪審團的組成，並非限定每一個陪審團均需充分的代表社會中每一個團體。公平的陪審團僅僅要求，該陪審團成員的遴選必須是在沒有系統性排除、或有目的性的排除某特定團體成員的制度下，由社會團體中選出。
    換句話說，在陪審團的徵選過程中，與其強調陪審團成員需包含各階層的代表，還不如減少徵選過程中系統性、目的性排除特定族群的情形，更能符合公平陪審團的要求。

[bookmark: _Toc369080549](三)陪審團候選成員名單獲得之方式
1.以投票權人名單為主
    在1968年聯邦陪審團遴選及服務法制定後，依據該法[footnoteRef:70]第7條a項及b項之規定，陪審團成員的遴選至少要以投票權人名單作為基礎，因此今日美國陪審團遴選時，較常使用的名單為有投票權人之名單。 [70:  28 U.S.C.A.§1861.] 

    但光依靠投票權人名單仍有不足，因為在美國，除了符合法定投票權資格外，還必須前往主管機關登記才能使自己的名字列於投票權人名單上。是以，一般來說，經濟上的弱勢、年輕人、或少數種族及短暫居住者會去註冊投票的可能性較低，因此這群人便不容易顯現在有投票權人名單中。為了解決這項問題，司法機關便常以其他名單如駕駛執照名單、社會福利名單等作為補充擁有投票權人名單的不足。在這些補充的名單中，尤其以擁有執照的名單更具有代表性。在一份1996年的報告中顯示，在美國50州中，共有25個州使用投票權人名單及駕駛執照名單二者作為候選陪審員名單。另外有15州僅使用投票權人名單，而另外有6個州則僅使用駕駛執照名單。而在名單更新上，司法機關必須常常更新，以使名單的狀況能符合實際現狀，如加州便係每年更新[footnoteRef:71]。 [71: See Neil Vidmar、Valerie P. Hans（2007）,supra note 1,at76-77.；Jeffrey Abramson(2003),supra note 
  62,at127；Valerie P. Hans、Neil Vidmar(1986),supra note 2,at53-54.] 

    只是縱然加上駕駛執照名單作為補充，但因為經濟上弱勢常常不具有駕駛執照，因此亦無法解決經濟上弱勢將無法顯現於陪審團候選名單上的困境。不過這項困境，在臺灣乍看之下似乎可以得到解決，因為除了戶籍登記上的黑數外，臺灣擁有良善的戶籍登記制度，因此與戶政機關同步，應可建立與人口數相當的陪審團成員名單，但有問題的是，由於我國戶籍登記的人口與實際居住的人口仍有一定程度的落差，所以如何解決該落差或逕以戶藉登記地認定合格之陪審團候選成員為主，便仍待解決。

2.以犯罪所在地的居民為主                                                        
    有問題的是，陪審團成員該是以何地之居民為遴選對象？相較於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我國對於刑事犯罪，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是犯罪所在地均可取得管轄權，那麼陪審員名單的範圍，該是以被告戶藉地、現居地還是犯罪所在地的居民為主，便成為一值得研究的問題。然而美國憲法第6修正案在增訂時，便已經就該問題提出答案，就是被告應由犯罪地的陪審團審判[footnoteRef:72]。換句話說，陪審團審判的案件，係由犯罪地的法院取得管轄權，犯罪地的居民組成陪審團。 [72:  See Haydock and Sonsteng, Advocacy: Jury Trials, West,at7(1994)；.Valerie P. Hans、Neil 
  Vidmar(1986),supra note 3,at49.] 

    只是犯罪地的居民範圍應大到多大？舉例來說，如在台北市甲區A里發生之犯罪，是否全部台北市市民或僅有甲區居民才能被遴選為陪審團成員，甚或是僅有A里里民方能成為遴選對象，這個問題，根據學者的觀察，無論是聯邦陪審團或是州陪審團都傾向於自在地的居民遴選陪審團成員，並且今日的美國法院無論在刑事案件或是民事案件，通常都以法院所在地較小的地理範圍來遴選陪審團成員，更且依據聯邦陪審團遴選及服務法第6條之規定，陪審團成員之遴選並非以整個行政區，而僅是該行政區一部分，是以，應以法院管轄區內較小的行政區作為遴選陪審團成員的範圍。換句話說，如以上案件為例，承審法院將較可能以A里的里民作為陪審團成員的遴選對象[footnoteRef:73]。 [73:  See James J. Gobert、Ellen Kreitzberg、Charles H. Rose（2011）,supra note 1,at57-60；Randolph 
  N. Jonakait(2003),supra note 1,at107-108.] 

    最後，居住多久的居民方符合陪審團成員資格？依據聯邦陪審團遴選及服務法第10條第a項[footnoteRef:74]之規定，需住滿1年的居民，始具有陪審團成員資格。會這樣規定的原因，是因為要確保陪審團成員與社區具有一定程度的連結。 [74: 28 U.S.C.A.§1861.] 


[bookmark: _Toc369080550]二、寄送問卷予符合資格之候選陪審員後並傳喚
[bookmark: _Toc369080551](一)寄送問卷 
    無論陪審團候選成員名單係由投票權人名單而來或是由Keyman指定而來，或有其他來源。這些名單上的候選陪審員，均需經歷一些挑選的程序，如預先審查(Voir Dire)程序。而根據美國學者實證研究顯示，由於問卷可以協助法院及檢、辯雙方獲得更多候選陪審員的個人資訊，以彌補預先審查程序的不足，因此大多數的聯邦及各州法院在陪審團遴選程序中均使用問卷加以輔助，而在聯邦法規(28 U.S.C.A§1864 (a))的要求下，法院必需將問卷寄送予所有候選陪審員。
    因此在聯邦法院系統，當候選陪審員之名單建立後，臨時組成的陪審團委員會會先寄送問卷給符合資格之候選陪審員，這問卷的問題各法院均有些許不同，但主要均包含是否具有擔任陪審員資格及能力的問題，以及是否有正當理由拒絕擔任陪審員之情形。而依法這些問卷必需在10天內被回覆，且在回覆後，有可能對那些回覆的候選陪審員做面談。然而實證經驗顯示，仍有相當比例的問卷因為種種理由而沒有被回覆，當然偏低的回覆的比例，實質上也影響了陪審團成員是否為跨階層遴選[footnoteRef:75]。 [75: See James J. Gobert、Ellen Kreitzberg、Charles H. Rose（2011）,supra note 1,at141、228-229；Valerie 
  P. Hans、Neil Vidmar(1986),supra note 3,at54.] 


[bookmark: _Toc369080552](二)傳喚候選陪審員（The Jury Summons）
    問卷寄送與傳喚是否一定有先後關係，根據美國學者之觀察，其實因各法院而異，有的法院是先寄送問卷，再由問卷回覆者中挑選出資格符合者進行寄送傳票。而有的法院則是傳票與問卷同時寄送。至於法院所寄出的傳票上記載內容，通常是候選陪審員應到達法院的時間以及可能被排除擔任陪審員的狀況[footnoteRef:76]。 [76: See Neil Vidmar、Valerie P. Hans（2007）,supra note 1,at77；Haydock and Sonsteng,(1994)supra note 
  72,at8.] 

    依據法律之規定，收到傳票的人民是需要回應該傳票，但實際上，卻仍有相當比例的人民未回覆該傳票，如在一些郊區的法院轄區，低於20%的人曾被傳喚並擔任陪審員，而如此低的回覆率，當然更進一步扼殺了跨階層遴選陪審團成員的理想。畢竟，如果法院是在就問卷回覆者中，對合格者進行寄送傳票，則在問卷回覆者比例已過低，造成本來可以寄送傳票的人數已與實際符合資格之人數有實質落差，而在寄送傳票後，收到傳票的人民又對於傳票不回應，而未出席遴選程序，那麼可見最後出席陪審團成員遴選程序的人，將無法充分代表整個社會的各階層[footnoteRef:77]。 [77: See Neil Vidmar、Valerie P. Hans（2007）,supra note 1,at77. ] 

    為了解決這項困境，許多州包含北卡羅納州(North Carolin)、紐約州、亞利桑那州(Arizona)均對藐視法庭(不回應傳票)者，課稅或科處罰鍰。而麻賽諸薩州(Massachusett)更制定了殆忽職守的陪審員起訴計畫，該計畫規定如第1次未回覆法院傳票將收到警告，而第2次則將被起訴[footnoteRef:78]。 [78:  Ibid.,at78.] 


[bookmark: _Toc369080553]三、對候選陪審員的預先審查(Voir dire)
[bookmark: _Toc369080554](一)預先審查的目的[footnoteRef:79] [79:  See Jeffrey T. Frederick, Mastering Voir Dire and Jury Selection,GP/Solo,at.3-5(2004)；. 
  Haydock and Sonsteng,(1994),supra note 72,at26-30.] 

1.對候選陪審員個人資料的收集--最主要的目的
    預先審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收集候選陪審員的個人資訊，使得檢、辯雙方得以在淘汰階段智慧地使用不附理由淘汰及附理由淘汰來掏選他們認為合適的陪審員，而這項目的也被公認為可能是法院執行預先審查唯一的目的。這項目的的達成需要很仔細的考慮哪些資訊是需要的、透過很技巧性的詢問那些揭露批判性資訊的問題，並且提昇候選陪審員的坦白及誠實。

2.檢方、律師各自與陪審員建立積極、正向的關係(Rapport)。
檢、辯雙方藉由以尊敬的態度對待候選陪審員、顯現對候選陪審員的興趣、使候選陪審員感覺很愉快、並且使他們樂於分享他們自身的個人觀點等方式來與候選陪審員建立關係。這一項如果運作的好，將對於下列有幫助：1.候選陪審員的率直與坦白、對於檢、辯雙方各自的情感與友誼，而這也將增加檢、辯雙方各自的說服力。對於檢、辯雙方各自的客觀性有所認識，將增加對檢、辯雙方各自更大的信任，而這信任對於檢、辯雙方各自論點可能是很重要的。(Jeffrey,P.3)

3.教育陪審員將在審判中扮演之角色及責任
候選陪審員多數是對於陪審員的角色及責任並不清楚，同時對於法律專業術語也不明瞭的平民。除此之外，許多候選陪審員個人所擁有的觀念是與法律原則與標準鄉違背的。舉例來說，在意見的調查中顯示，少數人對於被告是傾向於有罪推定，並認為被告應自己證明自己是清白的。另外，陪審員也會不管法官揚棄無證據能力的證據的指示。
對於陪審員教育的重要性可以用下列兩點來說明：
第一：檢、辯雙方需決定陪審員的意見是基於對法律的誤解或是個人的歧見。如果是個人的歧見，則可透過淘汰制度將該名陪審員淘汰來解決，但如果是對於法律的誤解，則需要透過教育。
第二：假如陪審員誤解法律，則他們對於審判程序的資訊及決定將會反應出來。
    教育陪審員的時間是一項重要議題，如果在提出證據前教育陪審員，與提出後再教育陪審員，將使陪審員做出不一樣的決定。所以合適的將相關的法律知識、法律術語、審判程序、決定標準及陪審員作為公平審判者的角色等教育陪審員的時間，是在預備審查時。也因此，在預先審查程序中，候選陪審員會被教育去了解案件中重要的爭點、法律原則及陪審員的角色。這樣的教育讓陪審員在審判中能夠有效的處理他們所面對的資訊。在教育的過程中，說服的成份會伴隨在教育時的問題裡，但這並不是鼓勵陪審員去採取支持檢、辯任何一方的論點。在教育過程中的問題僅僅是要提供陪審員對於本案中重要爭點及法律原則的認識。而法官及檢辯雙方在教育陪審員時，應使用陪審員可以了解的詞彙及解釋，避免使用複雜、正式的法律用語，如此將可加速教育的程序。

4.說服--最有爭論的目的
儘管這項目的被法院一致的譴責，但它在預先審查程序中，仍然吸引了檢、辯雙方的注意。說服的重要性來自於陪審員遴選程序的本身，陪審員均認知到檢、辯雙方終究將會試著去說服他們採取跟檢、辯任一方的立場，但他們仍然希望這樣的說服是在審判一開始後再開始，而並非在預先審查程序中便進行。就如同古諺語所說的預先準備就是預先的武裝。如果候選陪審員能知道這些說服的企圖將來臨，那麼他們就比較能夠拒絕這些說服的企圖。但如果候選陪審員對於這樣說服的企圖會出現在預先審查程序中，那麼他們便比較容易被說服。但在預先審查的說服較有效的狀況，並沒有被檢、辯雙方有意識的承認。

[bookmark: _Toc369080555](二)預先審查的型式[footnoteRef:80] [80:  See James J. Gobert、Ellen Kreitzberg、Charles H. Rose（2011）,supra note1,at489-490；Neil 
  Vidmar、Valerie P. Hans（2007）,supra note 1,at92；Jeffrey T. Frederick, (2004),supra note 
  79,at5-6.；Haydock and Sonsteng,(1994),supra note 72,at 15-17] 

1.由何人詢問。
    由於對於預先審查進行的程序的規定很少，各法院在維護公平的基本要求下，擁有高度的自由去形成自己預先審查的程序。因此，依據執行預先審查的人的不同，預先審查主要有下列三種型式：(1)由法官自行詢問；(2)由檢察官及辯方律師雙方詢問；(3)法官及檢、辯雙方共同詢問。
(1)由法官自行詢問
    這種類型是由法官獨自詢問所有問題，然後檢、辯雙方僅能提出自己的問題給法官，並請求法官詢問，根據學者的觀察，大多數聯邦系統的法院採取此種制度。
    這種制度，優點是有效率及省時，因為檢、辯雙方無法透過詢問問題來拖延預先審查的時間。但其缺點則是相較於檢、辯雙方，法官並不了解案件，因此法官詢問將可能無法發現可以提問的潛在領域。另外，也有研究指出，陪審員比較願意將個人資訊洩漏給律師而不是法官，因為他們認為法官是權威的個體。

(2)由檢、辯雙方詢問
    這種制度就是由檢、辯雙方分別詢問全部的問題。這種方式較為檢、辯雙方所喜愛，因為他們自認為較法官更為了解案件的事實，因此較法官更能指出偏見或成見。在此制度下，法官僅保留了對於問題的範圍及問問題的時間長度等控制權限，以避免不適當的問題。

(3)由法官及檢、辯雙方共同詢問
    在此情形下，通常由法官先詢問一些可以作為合法淘汰理由的問題，再由檢、辯雙方接續詢問。
    這種方式雖然可以讓檢、辯雙方獲得更多關於候選陪審員的資訊，並因而與候選陪審員建立良好關係，以利檢、辯雙方可以是當的運用淘汰權利。但其缺點就是耗時，將使預先審查的時間拖的更冗長。

(4)小結
    由檢、辯雙方執行預先審查(包含由檢、辯雙方執行，或是法官及檢、辯三方共同執行)均在下列方面影響預先審查的程序：
    首先，對於案件的議題有更多的了解，檢、辯雙方將可發展一開始及接續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將可由候選陪審員那裡引出更多有用的資訊。
    第二，由檢、辯雙方進行預先審查的詢問，將可使候選陪審員產生出個種類沒有言語的行為，而這些行為將可能洩漏候選陪審員真實的意見及情感。舉例來說，當候選陪審員對於特定的訴訟當事人或是檢、、辯雙方有敵意或是有不愉悅的感覺，他們很有可能會在回答不喜歡的檢、辯問題時無意識的洩漏這項感覺，但如果是由法官訊問，則不會這樣的效果。第三，由於對立訴訟的關係，檢、辯雙方較無法接受由候選陪審員承諾的公正與公平。

2.如何詢問[footnoteRef:81] [81:  See James J. Gobert、Ellen Kreitzberg、Charles H. Rose（2011）,supra note 1,at490-493；Neil 
  Vidmar、Valerie P. Hans（2007）,supra note 1,at92；Jeffrey T. Frederick, (2004),supra note 
  79,at5-6.；Haydock and Sonsteng,(1994),supra note 72,at 15-19.] 

無論詢問的人是法官、律師還是法官及律師共同詢問，詢問的方式均有下列三種方式：單獨訊問、團體詢問及混合的形式。
(1)單獨詢問:
  這種方式可能是在其他候選陪審員不在場的情況下，單獨詢問單一候選陪審員，也可能是在其他候選陪審員均在場下詢問個別候選陪審員。雖然這種方式下，候選陪審員比較容易洩漏個人偏見或其他資訊，但這種方式也是最耗時的方式。
(2)團體詢問：
    這種方式下的團體可以是小團體或是全部候選陪審員，而採取這種方式時，通常會被要求以舉手方式來回答問題，而舉手的候選陪審員緊接著會被單獨的訊問問題。這種方式的優點是迅速，但其也有無法深入了解候選陪審員內心真正的想法及意見，因位要求個別候選陪審員在其他人面前承認自己有偏見是有其困難的。
(3)混合詢問：
    顧名思義，這種方式是兼採單獨詢問及團體詢問，候選陪審員在同一個預先審查程序中分別接受個別及團體的詢問。這種方式可避免團體詢問的缺失，但又不致於使審查程序太耗時。

[bookmark: _Toc369080556]四、進一步的審查--淘汰(Challenge)
    為了不讓不適任的陪審員進入審判，在預先審查的程序後，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制度就是下列的陪審員淘汰制度，而淘汰陪審候選員的方式共有下列兩種：
[bookmark: _Toc369080557](一)Challenge for cause(附理由的淘汰)
    檢察官跟被告方面均享有附理由(for cause)的機會來淘汰候選的陪審員，而這種淘汰是立基於特定的陪審員不適合擔任陪審員，如欠缺法定要件，或者是認為特定的陪審員具有偏見。附理由的淘汰是不限次數，但淘汰的理由是有範圍的，也就是說，檢、辯雙方所舉的淘汰理由是否有依據，均由承辦法官決定。所以，在法庭實務上，附理由的淘汰是不常被運用的，因為你必須很小心確認這些理由是基於偏見或歧見的基礎上[footnoteRef:82]。 [82:  See James J. Gobert、Ellen Kreitzberg、Charles H. Rose（2011）,supra note 1,at262-264；Erwin 
  Chemerinsky、Laurie L. Levenson, (2008),supra note 6,at745; Neil Vidmar、Valerie P. Hans（2007）
  ,supra note 1,at93. Jeffrey T. Frederick, (2004),supra note 79,at.219.；Haydock and 
  Sonsteng,(1994),supra note 72,at47-57.] 

    而什麼樣的理由，會被法院所接受，基本上這項理由可以是實際的事實，也可以是推論的，如金錢利益糾紛。根據學者的整理，常見的理由如候選陪審員與當事人雙方本人或其家屬、律師事務所同仁有血緣關係、或婚姻關係；或係當事人雙方本人或其親屬或事務所同仁的朋友；或與當事人雙方係密切聯繫的鄰居關係、同事；或是彼此有投資利益、金錢利益糾紛；或者該名候選陪審員先前曾擔任類似案件的陪審員等，如果具有上述理由，此時該候選陪審員，通常會被以上開理由淘汰[footnoteRef:83]。 [83:  See James J. Gobert、Ellen Kreitzberg、Charles H. Rose（2011）,supra note 1,at267-268；Neil 
  Vidmar、Valerie P. Hans（2007）,supra note1,at93-94.] 

    如果只是擁有與個案被害人相同或類似的經驗，如墮胎經驗，是否是遭淘汰的理由？有學者分析美國法院關於墮胎糾紛的判決，發現法官對於那些個人有墮胎經驗或其有親密友人因墮胎而產生紛爭的經驗的候選陪審員，認為應在墮胎紛爭的個案中加以淘汰。因為法官認為個人經驗對於個人可能影響其人格、個性或是對於整個案件的看法[footnoteRef:84]。但如不是自己的被害經驗，而是工作經驗，如輔導性侵害被害人的社工人員的工作經驗，是否亦會被認為是淘汰理由？在Mach v.Stewart,137 F.3d 630(9th Cir.1997)案件中，法官的見解是肯定的，所以該案中，亦排除那些具有輔導性侵害被害人的社工工作經驗的候選陪審員[footnoteRef:85]。 [84:  See Neil Vidmar、Valerie P. Hans（2007）,supra note 1,at93.]  [85:  See James J. Gobert、Ellen Kreitzberg、Charles H. Rose（2011）,supra note1,at300.] 

    另外，較有爭議的是，如果候選陪審員具有對於特定的爭議的強烈意見，那麼此時是否應該被以此附理由的淘汰方式加以排除？這個部分，就比較有討論空間。舉例來說，在上開墮胎案件中，候選陪審員在預先審查程序中曾表示：墮胎是個人生活，但其個人不贊成墮胎等強烈個人意見，然而法官卻未將其加以淘汰。因為該名候選陪審員據作證表示，其可以公平審判案件，不受其個人強烈意見影響，法官因而准許該名候選陪審員在該案件成為合格的陪審員[footnoteRef:86]。也就是說，只要候選陪審員作證證明雖然其本身對於個案有強烈的意見，但其可以撇棄該意見，公平審判，那麼法官仍可以准許其在個案中擔任陪審員[footnoteRef:87]。 [86:  See Neil Vidmar、Valerie P. Hans（2007）,supra note1,at93.]  [87:  See James J. Gobert、Ellen Kreitzberg、Charles H. Rose（2011）,supra note1,at279；Neil Vidmar、
  Valerie P. Hans（2007）,supra note1,at93.] 


[bookmark: _Toc369080558](二)Peremptory challenge(不附理由的淘汰)
1.簡介
    不附理由淘汰可說在陪審園遴過程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基本上在附理由淘汰後，檢方或被告雙方均各自擁有一定次數，可以不附理由及依據，更不需任何說明，來進行淘汰他們認為不適宜擔任陪審員的特定候選陪審員[footnoteRef:88]。 [88:  See Erwin Chemerinsky、Laurie L. Levenson(2008),supra note6,at.745.] 

    在美國殖民時期，不附理由淘汰制度被視為保障被告係由其同儕審判極重要的權利，因此當時，檢察官是沒有不附理由淘汰的權利，直到1887年，聯邦最高法院在Hayes v. Missouri,120 U.S.68案件中才准許檢察官也擁有此項淘汰的權限，自此之後，檢、辯雙方均擁有不附理由淘汰的權限[footnoteRef:89]。 [89:  See James J. Gobert、Ellen Kreitzberg、Charles H. Rose（2011）,supra note 1,at376.] 

    而在實際運作上，在1986年前，檢辯雙方可以恣意的使用不附理由淘汰的權利，當時，這項權利的使用可能僅係基於候選陪審員的種族、性別、容貌、行為舉止或是候選陪審員在預先審查上的回答。會造成這樣狀況的原因，主要是因為聯邦最高法院在Swain v.Alabama,380 U.S.202案件中指出，如果去檢驗檢察官在個案中使用不附理由淘汰權利的原因，或使該淘汰權利的使用需達到憲法平等權保障的標準，將減損傳統上普通法原先使用該權利的目的，並且在該淘汰權利的運作及本質上造成徹底的改變。因此與其去檢驗檢察官使用該淘汰權利的動機，不如假設檢察官使用該權利的理由是因為要建立一個公平、公正的陪審團。如果要推翻這樣的假設，不能僅僅證明長期均沒有特定種族的人擔任陪審員，而必須去證明該特定種族長期未擔任陪審員是因檢察官長期均以種族的因素濫用該權利所造成。也就是因為這樣的法院見解，所以當時縱然檢察官使用該權利時明顯係基於種族因素，也常常因無法證明而無法使特定種族免於遭淘汰的狀況。
    但1986年聯邦最高法院在Batson v.Kentucky,476 U.S 79案件中推翻了上開見解，使得檢方在不附理由淘汰權利的使用上受到些許的限制，而在該案後接續的案件中，聯邦最高法院認為該法則一樣適用於被告及辯護人。因此今天檢、辯雙方在運用此權限時，多會說明其使用該權限並非基於歧視的基礎。

2.不附理由淘汰的限制
(1)次數的限制[footnoteRef:90] [90:  See James J. Gobert、Ellen Kreitzberg、Charles H. Rose（2011）,supra note 1,at376-379.] 

    相較於附理由淘汰制度是無次數限制的，對於不附理由的淘汰則通常有次數的限制。只是聯邦憲法並未就不附理由淘汰制度的次數有何規定，而是交由各州自行規定。早期，英格蘭普通法時代，是賦予被告擁有35次的不附理由淘汰權限，而美國早期國會通過的法律[footnoteRef:91]，也同樣給予叛國罪的被告共35次淘汰權限，而其他可能判處死刑的重罪的被告則給予共20次的淘汰權限。 [91:  1 Stat 119,ch30(1790).] 

    由於不附理由淘汰制度對於陪審員是由社會跨階層中遴選而來的目標有所減損，所以如果不附理由淘汰次數越多，該制度便越可能遭到濫用，則陪審員由社會跨階層遴選而來的理想就越難達成。因此今日在美國法庭實務上，不附理由淘汰次數有較為減少之趨勢。根據學者的觀察，在聯邦法院，民事案件通常較刑事案件擁有較少的次數，只有3次。而刑事案件則依照被告所犯的罪的輕重而有不等的次數，如死刑為20次、重罪為10次、一般案件為6次，輕罪為3次。
    至於各州的情況，根據學者的觀察，大多依照聯邦法院的模式，只是在檢、辯雙方所擁有的次數上，目前多數州給予檢、辯雙方的次數是相同的，但仍有少數州給予檢察官淘汰權利的次數，僅有被告方面的一半。

(2)使用範圍之限制
A.檢察官、辯護人均不得基於種族歧視的原因來行使不附理由淘汰權利 
    在Batson v. Kentucky案件中，聯邦最高法院建立三項步驟作為法院在面對被告主張檢察官運用不附理由淘汰權利是基於種族歧視時，可以檢驗被告之主張是否成立的方法。首先提出該主張的被告，必須先建立初步的證據，該初步證據必須顯示被告所隸屬種族的成員會被淘汰，是因檢察官運用不附理由淘汰權利所造成的，且也必須顯示檢察官是基於種族歧視的原因來行使不附理由淘汰權利。第二步驟是當被告成功建立了這樣的初步證據，舉證責任辯落到檢察官，檢方必須對其運用不附理由淘汰權限提出中性的解釋，當然這樣的解釋不需要到達證明附理由淘汰的理由是正當的那種程度。第三也是最後階段，法院必須對是否檢察官行使不附理由淘汰權限是基於種族歧視做出決定[footnoteRef:92]。 [92:  See James J. Gobert、Ellen Kreitzberg、Charles H. Rose（2011）,supra note 1,at387-394；Jeffrey T. 
  Frederick, (2004),supra note79,at.219-221.] 

    因此在Batson v. Kentucky案件後，檢察官行使不附理由淘汰的權利時，必須非基於種族歧視的原因，而這同時也構成檢察官行使該權限的限制。
    但Baston是否僅適用於檢察官，而不及於辯護律師，在Batson v. Kentucky案件中，聯邦最高法院並未對辯護人在行使不附理由淘汰權限時，是否也需受到如同檢察官一樣的限制做出說明。而在Baston案件後幾年，聯邦最高法院在Georgia v. McCollum,505 U.S.42(1992)給了答案：法院認為無論是由哪一方基於種族歧視行使不附理由淘汰權限，所造成相當於Baston案件中的傷害是一樣的，因此由被告律師以種族歧視為基礎而行使不附理由淘汰權限，確實造成如同在Baston案件中的傷害。所以當律師以種族歧視為基礎濫用不附理由淘汰，檢察官方面亦享有反對、異議的權利。
    不過有疑問的是，主張檢察官以種族歧視為基礎行使不附理由淘汰權限的被告，是否限於係該種族之人。聯邦最高法院在Powers v. Ohio,499 U.S. 400(1991)案件表示了否定見解，該案件係一個白人被告對於檢方濫用不附理由淘汰權限淘汰黑人的遴選行為表示異議。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如果有罪、無罪的裁決是出於違法選擇的陪審團，則該裁決將很難被接受跟理解。因而認為該名被告有權可以對檢察官的遴選陪審員的行為表示異議。在該案件後，訴訟當事人儘管不是該種族，仍可以對於基於種族歧視而行使不附理由淘汰權限的訴訟行為表示異議。

B.檢、辯雙方均不得基於歧視行使不附理由淘汰權利
    雖然Baston案件僅限於種族歧視的議題，但該案件所表示的精神即不能以歧視的基礎行使不附理由淘汰制度權限，很快被擴張到性別或其他歧視。
    首先，在Hernandez v. New York,400 U.S.352(1991)案件中，檢察官主張其淘汰西班牙人是因為他們很可能不會按照翻譯人員對於證詞的翻譯，但聯邦最高法院認為這種基於族群精神的歧視而行使不附理由淘汰權限亦係在禁止之列。
    再來，聯邦最高法院在1994年的J.E.B v.Alabama,511 U.S.127(1994)亦將Baston案件的法則擴張到性別歧視。
    在這些案件後，今日許多州，如加州[footnoteRef:93]、紐約州[footnoteRef:94]已經立法禁止檢、辯雙方行使不附理由淘汰權限是基於種族、性別、顏色、原始的國籍、族群精神甚至是性傾向的歧視。 [93:  Cal.Code Civ.Proc§231.5(west 2007)]  [94:  N.Y. Civ rights Law§13(McKinney 2007)] 


3.不附理由淘汰是否還要存在？
(1)不附理由淘汰憲法上的依據
    雖然不附理由淘汰權利在美國聯邦憲法並無明文規定，聯邦最高法院也一再於判決中指出，不附理由淘汰並非憲法上的權利。然而，透過解釋，不附理由淘汰制度仍可於美國憲法上找到依據。
    如1990年聯邦最高法院在Holland v. Illinois,493 U.S 474案件中便指出憲法對於公平陪審團(impartial jury)的規定應隱含不附理由淘汰制度，即顯示不附理由淘汰制度是達到公平陪審團目標不可或缺的工具。
    另外也有法院由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來建構不附理由淘汰制度的憲法依據，認為該制度構成法律正當程序的一部分，這樣的見解，也一直被維持著，亦即賦予檢、辯雙方不附理由淘汰的權利，可落實憲法對於正當法律程序的保障。
    有學者也認為儘管不附理由淘汰制度欠缺憲法上直接的規定，但透過對下列憲法上權利綜合解釋，仍可推出不附理由淘汰的憲法上依據，這些憲法上權利包括：平等權保障、正當法律程序、擁有公平即跨階層代表的權利、接受有效律師辯護的權利、擁有公平陪審團的權利[footnoteRef:95]。 [95:  See James J. Gobert、Ellen Kreitzberg、Charles H. Rose（2011）,supra note1,at378.] 

    總括來說，儘管美國聯邦憲法對於不附理由淘汰制度並無明文規定，但如上所述，不附理由淘汰制度是達到公平陪審團的利器，因此本文贊同聯邦最高法院在Holland v. Illinois案件中的見解，亦即憲法對於公平陪審團的規定，就隱含了對於不附理由淘汰制度存在的要求。
(2)對不附理由淘汰制度的批評
    對不附理由淘汰制度的批評主要是該制度的運用容易造成歧視，也使陪審團成員容易有同質性及不具跨階層代表性。
    雖然不附理由淘汰制度本質上是用來消除有歧視等偏見的候選陪審員，但實際運用於對立訴訟中，檢、辯雙方運用該制度之動機並非全然基於挑選適格、公平、無歧見的陪審員，而僅著眼於該名候選陪審員是否可能會支持己方的立場及主張。在此情形下，不附理由淘汰的權利變成剷除異己的有利工具，這同時也可能造成，在遴選程序後仍倖存的候選陪審員具有高度的同質性，有違跨階層遴選的目標。
    另外，在檢、辯雙方辨識個別候選陪審員是否有利於己方時，常常使用的老掉牙標準為種族、性別，儘管在Batson v. Kentucky案件後，檢、辯雙方必須提出說明其並非基於種族、性別的歧視來行使不附理由淘汰權利，但如美國學者Rose實證研究，348名候選陪審員後發現，在Baston案件後，檢察所淘汰的候選陪審員仍有高達71%是黑人，同時，辯方律師所淘汰的候選陪審員，更有高達81%是白人[footnoteRef:96]。 [96: See Marcus T.Boccaccini、John W. Clark、Jorge G. Varela,Juror Race and Jury Selection:Can 
 Venire Persons’ Attitudes Explain an Apparent Pattern of Race-related Use of peremptory 
 Challenges?,47 No.4 Crim. Law Bulletin ART 5,2011. ] 

    至於檢、辯雙方雖需對法院提出種族中性的說明，但依據美國學者Raphael及Ungvarsky兩人觀察橫跨西元1987年到1992 年共824個案所提出之研究結果發現：只有一小部分的種族中性理由被法院拒絕。也就是說，檢、辯雙方縱然基於種族歧視來淘汰候選陪審員，法院也有極高的比例，接受檢、辯雙方所提出的種族中性說明，而使檢、辯雙方可以輕易的通過Batson標準的檢驗。
   凡此種種均可見不附理由淘汰並不受限制，且與跨階層遴選的目標相歧異，因此廢除不附理由淘汰制度的呼聲一直不斷。

(3)本文見解：不附理由淘汰制度仍應存在
    雖然不附理由淘汰有上訴缺點，而有是否應廢除的爭議。但如美國著名陪審團學者Hans andVidmar在其著作中便指出，儘管我們仍然被不附理由的淘汰本身便有的歧視所困擾，但我們仍認為如果將陪審團的組成權限全數交由法官來決定是不智的。如前所述，儘管一個具有對於個案有強烈主觀意見的候選陪審員，在其表明可以公正審判後，便可以在預備審查或附理由淘汰的遴選程序中存活而成為合格的陪審員，但人類學的研究告訴我們，人類很難僅僅靠自己發誓不會受偏見影響，而去避免自己將歧見帶入案件中。如果貿然廢除不附理由淘汰制度，那麼又該如何避免這種現象？所以如果要廢除這制度，則附理由的淘汰制度便需徹底的改變[footnoteRef:97]。(Hans,American Jury,P.101-102) [97:  Neil Vidmar、Valerie P. Hans（2007）,supra note 1,at101-102.] 

    本文認同學者Hans極Vidmar的見解，因為回到陪審制的背景思考是預防獨裁權力的運用，是將社會群體的常識判斷作為防備過度積極的、錯誤的檢察官起訴的避風港或預防有偏見或不正常的法官。而在陪審團成員的遴選過程中，不附理由淘汰是唯一法官介入程度較少的程序。既然法官權力的運用也是國家權力的行使，而陪審制或是人民參與審判制度的設計是在於對國家權力或是法官的不信任，那麼廢除不附理由制度，等同將陪審團成員的遴選權限全數歸屬於法官，也就是整個陪審團成員的遴選係由國家權力擁有最後的決定權，那麼這樣的狀況，就與陪審制係對於房度整體國家權力運用的不信任的思考背道而馳。更且，由於保留不附理由淘汰制度等同讓檢、辯雙方選擇他們所信任的陪審團，而如該陪審團是經雙方運用遴選程序所選擇的，檢、辯雙方應較能接受陪審團的裁決。所以本文認為，為避免陪審團成員全數交由國家或法官決定，並且讓檢、辯雙方能更信服陪審團的決定，不附理由淘汰制度仍有維持之必要。只是因為不附理由淘汰制度對於跨階層遴選的理想有所傷害，因此盡量減少檢、辯雙方可以行使的次數，應該是可以思考的方向。

[bookmark: _Toc369080559]陸、陪審團的評決(Verdict)
    通常一部美國法庭戲劇的最後高潮，往往就是陪審團主席(Foreperson or Foreman)宣示案件最後結果的時刻，因為整件案件的結局或是被告的命運將深深繫於該決定。有別於在職業法官審判制度中，當法官結束調查證據、言詞辯論程序後，會就系爭案件提出之最後結論，也就是判決。而在陪審制下，陪審團就系爭案件提出的最後結論就是評決，而陪審團為了提出評決，陪審團成員必須經歷集體審議(Deliberation)的過程始能做出最後決定。

[bookmark: _Toc369080560]一、評決的前置作業—集體審議
    陪審團的評決是一個群體決議，需要陪審團全體或多數陪審員對該評決結果有高度共識，集體審議的程序就是在評決產生過程前之集體討論、交換意見之過程，該程序的目的是希望透過陪審員間的意見討論，可以削減陪審員間的歧見，或減緩陪審員間對證據解讀的不一致，並進而提高陪審員根據證據做決定之可能性[footnoteRef:98]，以下分別就集體審議的程序、類型、所耗費之時間及方式等要素加以討論： [98:  See Randolph N. Jonakait(2003), at 231；Neil Vidmar & Valerie P. Hans(2007), supra note1,at 135.] 

[bookmark: _Toc369080561](一)集體審議的程序
    在西元1950年，在一份大型的陪審團研究中，研究者在5個堪薩斯(Kansas)州民事案件上，取得法官及律師的許可，對陪審團的評決過程加以錄影，但這研究隨即遭到美國律師協會譴責，導致後來超過30個州司法轄區通過法律禁止對陪審團評決加以錄影，而使得現今集體審議之過程均採秘密進行之方式[footnoteRef:99]。是以，現行美國學者對於陪審團集體審議過程的研究，都是透過對模擬陪審團集體審議過程加以錄影來進行，而根據這些研究發現，大部分的集體審議主要包含三個部分，首先是方向階段(Orientation stage)，在這階段中，選擇一位陪審團主席及討論程序問題，例如進行投票方式及何時進行投票表決等；第二階段則是公開爭論(Open -Conflict)階段，在這階段包含實質的審議程序，就是案情與證據的討論，及試著說服與自己見解不同的陪審員。最後，則是妥協(Reconciliation)階段，就是彼此意見達成一致後，提出每一位陪審員均滿意的評決[footnoteRef:100]。而根據研究，在上開程序中，只要法官沒有指定陪審團主席的狀況下，多數的陪審團於集體審議時第一項的工作，也可以說是多數陪審團成員不需要特別告知便會做的事，就是選任一位陪審團主席[footnoteRef:101]，除此之外，其他程序並沒有順序的先後[footnoteRef:102]，分述如下： [99:  See Valerie P. Hans、Neil Vidmar(1986),supra note3, at 99.]  [100:  See Sarah Thimsen, Brian H. Bornstein, and Monica K. Miller, THE DYNAMITE CHARGE: TOO 
  EXPLOSIVE FOR ITS OWN GOOD, 44 Val. U. L. Rev. 93, at 95(2009).]  [101:  See Valerie P. Hans、Neil Vidmar(1986) ,supra note3 at 100.]  [102:  See Dennis J. Devine, JURY DECISION MAKING:THE STATE OF THE SCIENCE,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USA) and London (UK) ,at 154(2012)] 

1、陪審團主席之選任
(1)陪審團主席的功能
   在陪審團12名成員內，陪審團主席是唯一有正式角色的人[footnoteRef:103]。根據上開大規模對於真實的陪審團實質審議進行密錄的一份研究中，學者發現，陪審團集體審議的進行與一般委員會在討論非法律事務時是相似的[footnoteRef:104]。由此推論，陪審團的主席就如同委員會主席一樣，將主導整個集體審議的進行。 [103:  Id., at 168]  [104:  Id,, at 154] 

    而除主導集體審議的進行外，陪審團主席也在領導陪審團提出評決的過程上，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亦即他是處於一個獨特的位置，他不僅緊可以影響集體審議討論的形式或是方向，也比其他陪審員對於集體審議參與更多。另外根據多數研究，陪審團主席在集體審議的過程中發言的時間幾乎是其他陪審員平均發言時間的3倍[footnoteRef:105]。所以，多數的研究也發現，陪審團主席相較於其他陪審員而言，是較具有影響力的。如其中，學者Dennis J. Devine對於179個刑事訴訟陪審團的陪審員作審判後的問卷調查便發現，陪審團主席於一開始對案件結果的態度是一個可以預測陪審團最後評決結果的好工具[footnoteRef:106]。 [105:  See Nancy S. Marder, Gender Dynamics and Jury Deliberations, 96 Yale L.J. 593, at 595(1987).]  [106:  See Dennis J. Devine(2012),supra note 102,at 168.] 


(2)陪審團主席由法官指定或成員自行選出？
    陪審團主席既然在陪審團評決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為免造成國家藉由陪審團主席的指定暗示判決結果的走向，似乎應由陪審團成員自行選任陪審團主席，而選任的方式通常是自願或是接受某一陪審員的指定，且一旦由陪審員自行選任，選任程序通常只耗費幾分鐘[footnoteRef:107]。然而，依照學者的觀察，現在美國大部分的法院，無論是聯邦法院或是州法院，均在集體審議程序開始前，由法官自行指定陪審團中任1名成員擔任主席，尤其如在麻州(Massachusetts)、馬里蘭州(Maryland)及羅德島州(Rhode Island)更規定陪審團主席之選任是由法官指定[footnoteRef:108]。 [107:  See Valerie P. Hans、Neil Vidmar,(1986),supra note 3at 100；Dennis J. Devine(2012),supra 
   note 102 at 154-155.]  [108:  See Andrew Horwitz, MIXED SIGNALS AND SUBTLE CUES: JURY INDEPENDENCE AND  
  JUDICIAL APPOINTMENT OF THE JURY FOREPERSON,54 Cath . U. L. Rev. 829, at 830-832
  (2005).] 

    只是，許多研究均顯示，人們習慣聽從權威人士的指示，儘管這樣的指示將可能使他們作一些他們自己也不是那麼習慣的行為，或是達成他們不太想要的結果。而法官正是這樣的權威人士，在法庭上她主導整個程序，他將決定哪些證據是可以提供給陪審員，而陪審員在法庭上的行為依據，甚至如何討論證據、提出評決，均需要聽從法官的指示[footnoteRef:109]。是以，無論是依據一般常識、文獻論述，甚至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如Starr v. United States, 153 U.S. 614, 626(1894)）都指出，法官在審判中的任何言行對於所有訴訟參與者，包含陪審員，都可能代表的是法官個人的意見與觀點，甚至是偏見。如果陪審團主席不是由陪審團成員自行選出，而是由法官指定某位陪審員擔任陪審團主席，此時將有可能傳遞給陪審員或其他訴訟參與者一個觀念就是該名陪審員的判斷比其他陪審員好，或是該陪審員的判斷與法官的判斷一致的想法[footnoteRef:110]。 [109:  See Miachael Pinard, Limitations on Judicial Activism in Criminal Trials, 33 Conn. L. Rev. 243, 
  at271(2000)；Sarah Thimsen, Brian H. Bornstein, and Monica K. Miller(2009),supra note100, 
  at112.]  [110:  See Miachael Pinard(2000), supra note 109, at 270-271；Andrew Horwitz(2005),supra note 108, 
   at 830.] 

    舉例來說，美國有一位地區法院的法官便曾表示：通常其指定擔任主席的陪審員就是，其認為該名陪審員在審理中有用心在證據、法官指示(instructions)、檢、辯雙方於開庭時之陳述及辯論時終結時之辯詞(opening and closing arguements)的人[footnoteRef:111]。另一位法官也表示：他選擇某名陪審員擔任主席的原因，是因為他認為該名陪審員在審理中對於證據最用心，因此認為在集體審議中將最有能力幫助陪審團理解複雜的議題。而他做這樣的決定，純粹基於個人的主觀[footnoteRef:112]。是以，當法官是以如此心態指定陪審團主席，這時，如上所述，對於其他陪審員而言，無異表示受指定之陪審員對於案情、證據具有較高的理解能力，或其見解較為法官所接受，而使該名陪審員在集體審議中具有較高之影響能力。 [111:  Id., at 832.]  [112:  Id. ,at 832-833.] 

    正因如此，這種由法官指定陪審團主席的狀況，引起了不小批評，如有批評便認為，假如我們相信陪審團可以發現案件的真實，那麼我們就應該信任他們有能力去選出他們的最好的陪審團主席[footnoteRef:113]。另外，也包含了一項有力的批評，那就是由法官指定陪審團的主席是否有侵犯被告依憲法保障之受陪審團審判的權利[footnoteRef:114]？畢竟受陪審團審判是指由陪審團決定事實，而法官的指定既可能影響其他陪審員的看法，進而使受法官指定擔任陪審員主席的意見可能主導陪審團評決的走向。那麼依此推論，案件事實將是間接由法官透過指定陪審團主席而決定，而不再由陪審團所決定。 [113:  Id.,,at 832-834.]  [114:  Id., at 834.] 


(3)擔任陪審團主席之人口統計資料
    在美國，擔任陪審團主席也有一份人口統計資料，根據統計，通常是由受過大學高等教育者、白人、社經地位較高者以及曾擔任過陪審員者擔任，特別是白人男性較容易擔任陪審團主席，在人格特質上，通常是較外向的人，如第一位發言的人通常較可能在陪審員互選中，被挑選為陪審員主席[footnoteRef:115]。而美國一份重要的實證報告也顯示，陪審團通常選出的陪審團主席是坐在桌的兩角；男性通常比女性更可能坐在那個位置，不可意外的，男性較女性更容易被選為陪審團主席，儘管他們較容易被選為陪審團主席不僅僅是因為座位位置的關係[footnoteRef:116]。 [115:  See Valerie P. Hans、Neil Vidmar(1986), supra note 3,at 101(1986)；Dennis J. Devine(2012),
  supra note 6,at 154-155.]  [116:  See Valerie P. Hans、Neil Vidmar(1986),supra note3 , at 101；Nancy S. Marder(1987), supra 
   note 105, at 595.] 


2、程序之討論
    在此階段，陪審團會討論一些相關的程序事項，例如，應該於何時進行案件結果的投票以及如何進行投票。這個階段係藉由集體審議程序進行的方式，來幫助陪審員自己熟悉在接下來的集體審議程序將如何進行。而在這一階段，由於陪審團決定了集體審議進行的程序，同時間，陪審團集體審議的類型也因而顯現。例如，集體審議的類型是採證據趨向(evident—driven)或是評決趨向(verdict—driven)[footnoteRef:117]。 [117:  See Sarah Thimsen, Brian H. Bornstein, and Monica K. Miller(2009), supra note 100, at 95. ] 


3、陪審團就案情及證據加以討論
    除了部分州有不同規定外，一般來說，當陪審員坐上法庭及宣誓後，他們被要求直到開始集體審議前，不能針對案情及證據與其他陪審員進行討論[footnoteRef:118]。而當開始集體審議後，根據學者的研究，陪審團討論案情的模式甚多。雖然沒有證據證明何種模式較能精準描述陪審團集體審議的情形，但在心理學家及法律學者間，陪審團作決定的主要模式就是故事模式(Story Model)[footnoteRef:119]。 [118:  See Neil Vidmar & Valerie P. Hans(2007),supra note 1, at 129.]  [119:  See Neil Vidmar & Valerie P. Hans(2007),supra note 1, at 141；Elizabeth A. Larsen, Specificity 
  and Juror Agreement in Civil Cases, 69 U. Chi. L. Rev.379, at 387(2002)；David Alan Sklansky, 
  Evidentiary Instructions and the Jury as Other, 65 Stan. L. Rev. 407, at 420(2013).] 

    故事模式成為陪審團審判較細節的理論是由1980年代及1990年代早期時發展的，主要是由心理學家Reid Hastie及Nancy Pennington主導的。這個模式說明陪審團論理的過程包含3部曲：建構一個故事、學習法律、適用法律到故事上。第一個部分包含建立記敘文，該記敘文包含陪審員自己用自己背景知識對於提出法院的證據的理解，以及一些關於如何去解釋或描述人類活動的基本的、一般的觀念。第二個部分是發生在法官提供正式的關於法律適用標準的說明。第三個部分就是陪審員將已發展好的故事與由法官提供的法律相結合，這也就是律師們常提到的將法律適用到個案的事實上。而這三部分中，最重要也最能使說故事模式與其他集體審議模式相區別的就是第一部分，即建構一個故事[footnoteRef:120]。換句話說，在這種方式下，陪審員基本上必須作三件事：第一、處理證據並建構一個或更多可以替代的故事。第二，認知評決的種類及每個替代決定的法律要件。第三，透過比對較喜歡的故事與較適合的評決種類，來作成一個評決[footnoteRef:121]。 [120:  See David Alan Sklansky(2013), supra note 119,at 419-420.]  [121:  See Dennis J. Devine(2012),supra note 102,at 27.] 

    概括的說，說故事的方式是以用引人注目的語言說明陪審團如何達到評決。在這方式下，陪審員於法庭中係藉由時間排序、敘述性的系統來理解證據。這種模式的主要推論有二，其中之一是，在這方式下，陪審員變成積極的資訊加工者，而不是被動的接受者。陪審員並不是僅僅吸收資訊的內容，並逐字的加以記憶，而是過慮大部分呈現在他們面前的證據，集中在某些要素，並揚棄其他的[footnoteRef:122]。另一個核心推論是，陪審員在建立故事時，十分仰賴個人的知識及信仰，以彌補證據的落差、解決矛盾、決定合理性。而這些陪審員先前的知識、資訊，是經由已存在認知的架構來取得，如關於一般案件結果的劇本以及老套的版本，就是人是屬於哪一類型或事物屬於哪一種類[footnoteRef:123]。 [122:  Id.,,at 26.]  [123:  Id.,,at 27.] 

    也就是說，在此模式下，陪審員也許會自己建構自己的故事，而不是如理論上，陪審員與檢、辯雙方共同產生一個單一的故事，當陪審員各自建構故事後，他們的工作就大部分是修補、拼湊彼此的故事，而形成作為評決結果的故事。至於陪審員建構故事的資訊之來源為何，首先是是由案件審理中所取得關於個別案件的資訊，另一是個人的信仰及知識，尤其是他們個人先前存在的知識及經驗[footnoteRef:124]。換句話說，在這個模式下，雖然陪審員都聽到相同的資訊，但卻各自建構不同的故事，而這個獨自建構的故事，將會決定個別陪審員的評決結果。這些陪審員建構的不同的故事，不是依據他們由法庭審理時獲得的資訊，而是根據他們各自業已擁有的知識[footnoteRef:125]。 [124:  See Neil Vidmar & Valerie P. Hans(2007),supra note 1, at 141；Dennis J. Devine(2012),supra 
   note 102, at 27.]  [125:  See Elizabeth A. Larsen(2002), supra note 119, at 387.] 

4、假投票(Straw Polls)
    大部分的集體審議通常會包含針對評決結果做1次或2次的假投票，特別是在他們認為快要達成共識的時候。而進行假投票的方式較常是以舉手公開表決的方式進行，但有時也會以匿名紙條的方式進行表決。至於舉行假投票的時機，根據學者對參與實際審判的陪審員事後的訪談發現，通常在陪審員進入評決室後約20分鐘及45分鐘後進行[footnoteRef:126]。 [126:  See Sandy, M., & Dillehay, R.C..,First –ballot voters , predeliberation  dispositions, and final
   verdicts in jury trials , Law and Human Behavior, 19 , at 175-195(1995)：Valerin P.
   Hans、,Hannaford-Agor, P.L.,Mott, N.L.,& Munsterman, G.Y.(2003). The hung jury: The American 
   Jury’s insights and contemporary understanding , Criminal Law Bulletin,39, at 33-51：Dennis J. 
   Devine(2012),supra note 102,at 154.] 

    而在評決前的假投票與正式評決結果的高度正關連性，已經由多份研究報告所證實[footnoteRef:127]。舉例來說，根據美國學者Bridgeman及Marlowez 對於10個加州刑事案件共65個陪審員所執行的訪問研究發現，在任何情況下，儘管是不是有陪審員自己在最侯評決時改變自己在第一次假投票的決定並不明顯，但最後評決的結果通常與第一次假投票表決時大多數較傾向的結果是一致的[footnoteRef:128]。 [127:  See Dennis J. Devine(2012),supra note 102,at 158-159.]  [128:  See Bridgeman, D.L., & Marlowe, D. (1979). Jury decision making: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actual felony trial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64, at 91-98.] 

    另外，這樣的關聯性也在MacCoun及Kerr的研究中獲得證實，他們使用12個模擬陪審團來檢驗一開始多數決所偏好的評決結果與陪審團最後結果間的關連性，他們發現一開始是多數意見的人數，對於最後評決結果是很好的預測指標。
    除此之外，再以『美國陪審團(The American Jury)』研究為例，這份研究報告指出，是否有集體審議對於最後的結果在9成左右的案件中，並沒有產生顯著的影響，也就是說，大部分的案件，在集體審議前，第一次的投票表決的結果決定的案件最後的結果，而這樣的情形，僅有少數例外。更精確的說，這份研究提出了一項資訊就是無論一開始的多數決定是有罪或無罪，大約有9成的案件的最後結果，都是朝向一開始多數的決定的方向[footnoteRef:129]。 [129:  See Jeffrey Abramson(2003),supra note79, at197；Dennis J. Devine(2012),supra note 102, at 
   158-159.] 


5、針對有不同意見者的說服，並提出評決。
    在這個階段，是一個實質審議、討論的程序。理論上，在實質審議前，陪審員應是對於個案是採開放而無特定結論的心態。經由上開證據、案情的討論階段後，陪審員們也許各有各自的立場。然而當程序進展到這說服程序時，陪審員將就自己論點與執其他論點的陪審員加以爭論，各別企圖說服與自己的論點不相同的陪審員能轉而支持自己的論點[footnoteRef:130]，並於達成共識後，提出個案之評決，完成陪審團最主要的工作。 [130:  See Sarah Thimsen, Brian H. Bornstein, and Monica K. Miller(2009), supra note 100, at 95. ] 

    只是上述的情況，僅僅是一理想的模型，但現實運作上卻有許多情形，首先根據研究，在實體審議前，陪審員於實質討論前，多數對個案已形成既定見解。由於陪審員並非均是被動的，也就是並非在審判過程中均保持持續吸收案件資訊，而避免在案件結束前，便對案件產生特定結論。相反地，根據人類行為學的研究，陪審員本質上的態度是積極的持有他們先前或之後接受的資訊，並進而就案件的證據形成暫時的結論[footnoteRef:131]。根據一份對刑事案件陪審員的問卷結果發現，約有57%的陪審員陳述他們在集體審議前，便已對案件有所決定。另外一份針對783位擔任民事或刑事案件的陪審員所做的研究也發現，71%的受訪者承認，他們在開始集體審議前，便開始判斷他們參與的案件了。事實上，只有26%的受訪陪審員陳述，他們在擔任陪審員時，在與其他陪審員進行實質審議討論案件與證據前，會保持開放的心態[footnoteRef:132]。也就是說，在實質審議前，已有高達約4分之3的陪審員業已對個案開始形成特定結論，與上開理想狀況大相逕庭。 [131:  See Natasha K. Lakamp, Deliberating Juror Predeliberation Discussions: Should California 
   Follow the Arizona Model?, 45 UCLA L. Rev. 845, at 853-854(1998). ]  [132:  Id.,at 853-854.] 

    再者，當進入實質說服程序後，持不同意見的陪審員究竟是真誠的為持其他意見的陪審員的論點說服(Information influence)，或是因群體壓力而放棄自己之堅持，並順從他人之意見(Normative influence，下稱規範的影響)，亦是另外一項值得注意的問題[footnoteRef:133]。例如，有學者的研究便發現，透過集體審議改變那些堅持見解的人，較少是基於說理的力量，反而較常是透過同儕的壓力及恫嚇[footnoteRef:134]。誠如，上開『美國陪審團(The American Jury)』研究所知，集體審議對於最後的結果在9成左右的案件中，並沒有產生顯著的影響，更凸顯集體審議程序中說服的功能較為弱化的情況。只是，儘管如此，但仍有學者認為，在上開研究中，仍有約10%的案件，一開始的見解被推翻的，在這些案件中，就足以印證，集體審議的時間夠長，可以使有理論基礎的論點可以去推翻一開始的見解[footnoteRef:135]。 [133:  See Sarah Thimsen, Brian H. Bornstein, and Monica K. Miller(2009), supra note 100, at 95、106. ]  [134:  See Jeffrey Abramson(2003),supra note 79,at197.]  [135:  Id.,at197.] 


[bookmark: _Toc369080562](二)集體審議的方式、時間與類型
1、集體審議的方式、時間
    根據兩個芝加哥陪審團計畫有關的二個模擬陪審團經驗顯示，陪審員進行集體審議程序時的發言，並非是平等主義或有系統的，而是男性會說的比女性多，具有有名望的職業的陪審員發言比較多。第三，也不是每個陪審員都具有公平的發言時間，因為常常有少部分人便佔用的大部分的發言時間，而其他人只能做很少發言或不發言。第四，在12人的陪審團，陪審團主席通常佔了25%到30%的發言機會[footnoteRef:136]。 [136:  See Dennis J. Devine(2012), supra note102,at 155.] 

    而根據近年來對於陪審團進行集體審議所需時間的多數研究顯示，大部分集體審議耗費的時間約為2小時到4小時間不等，其中大多數陪審團集體審議時間的區間係落在2.5小時至3.5小時間[footnoteRef:137]。 [137:  Id., at 157.] 


2、集體審議的類型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陪審團集體審議的類型會影響陪審員如何執行集體審議[footnoteRef:138]。而所謂集體審議的類型，簡單的說，就是陪審團完成他們提出評決結果的方法，依學者的分類，主要有以先討論證據後，再形成結論之證據趨向(evidence—driven)類型，以及在討論證據前，直接就各種可能的評決結果表決，如無法達成一致決，再進而討論、說服其他人支持自己見解的評決趨向(verdict—driven)類型。至於這兩種類型主要的區別方式，則是由陪審團進入集體審議程序後，進行第一次假投票的時間來加以判斷[footnoteRef:139]，以下分別敘述之： [138:  See Sarah Thimsen, Brian H. Bornstein, and Monica K. Miller(2009), supra note 100, at 95.]  [139:  See Dennis J. Devine(2012),supra note 102,at 156-157(2012).] 

(1)證據趨向
    證據趨向下的討論著重於溝通，所以每一個陪審員容易感覺自己享有公平的機會可以影響最後的結果。由於其他人願意去聆聽、參考別人所說的。是以，對於事實擁有不同看法或記憶的人或者在群體中係屬於少數意見的人將可能會於集體審議中表達意見[footnoteRef:140]。  [140:  See Nancy S. Marder(1987),supra note 105, at 601；Dennis J. Devine(2012),supra note 102, at 205.] 

    在採證據趨向(evidence—driven)的審議方式下，陪審團通常將公開投票挪到審議程序後段才會進行。因為，在此模式下，陪審員並不會直接表示喜好哪種判決結果，反而較著重在彼此提供、討論證據以共同建構案件的故事[footnoteRef:141]。也就是說，當個別陪審員提供證據的目的，是在努力重建犯罪當時的事件過程，而不是提出該證據用以連結或支持某特定結果的評決，直到故事建構後，才將建構的故事與憑絕結果加以連結[footnoteRef:142]。 [141:  See Neil Vidmar & Valerie P. Hans(2007), supra note 1,at 143.]  [142:  See Nancy S. Marder(1987), supra note 105, at 601；Dennis J. Devine(2012), supra note102,at 
   156-157、204.] 

    換句話說，證據趨向的集體審議有下列四項特點。首先，公開投票只有在集體審議的後階段才會發生。僅有當投票的最低人數已達到，投票才會被認為是正當的。第二，個別陪審員引用證據並不會與特定評決結果有關，而且可能所引用的證據是同時跟不同的評決結果相關的。再來，證據被檢視、討論與可能的評決結果種類無關，而是用來建構可被信賴的，犯罪當時的情景。最後，集體審議前階段是集中於故事的建構與證據的檢視與討論，直到有結論了，才會去討論評決結果的種類[footnoteRef:143]。 [143:  See Reid Hastie、Steven D. Penrod、Nacy Pennington, INSIDE THE JU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USA), at 163(1983).  ] 


(2)評決趨向
    評決趨向(Verdict—driven)是一種由公開投票開始的審議方式，並且該方式的過程係由多數陪審員喜好的、偏好的言論所主導。是以，在此類型下，個別的陪審員採取某種立場及援引某種證據，往往僅在支持特定評決結果，常見的是支持某特定評決結果的陪審員會彼此結合起來，並試圖說服其他人支持自己的選擇。也就是說，評決趨向下，陪審員在集體審議的討論內容，往往是圍繞及著重在要選擇哪一個評決結果，以及哪一個結論是較正確的評決結果[footnoteRef:144]。因此，在此類型下，假投票會在集體審議程序前階段便舉行，甚至是還沒有進行任何實質討論下便進行[footnoteRef:145]。這種類型表面上是一種可以得知陪審團就同一意見的支持程度，但它同時也暴漏了支持各種意見的人數，使得團體、同儕壓力就有可能發生[footnoteRef:146]。 [144:  See Nancy S. Marder(1987), supra note 105, at 601；Neil Vidmar & Valerie P. Hans(2007),supra 
   note 1, at 143；Dennis J. Devine(2012),supra note 102, at 156、204. ]  [145:  See Dennis J. Devine(2012),supra note 102, at 204.]  [146:  Id.,at 204.] 

    根據美國學者的研究，評決趨向的評決方式具有下列幾個特點：1、在適當評決出爐前，會有公開表決；2、陪審員努力找證據支持特定評決結果的行為，像是該特定評決結果的支持者；3、成員大部分會提到較喜愛的評決結果；4、陪審團向法院提出評決，尚未經法院記明筆錄後，常被要求個別陪審員表態[footnoteRef:147]。 [147:  Id.,at 156.] 


(3)小結
    根據組織行為的研究，證據趨向比評決趨向較容易造成更有互動、更正確的決定。相對地，評決趨向雖然可能較為快速可以得到評決結果，但卻使勝出的論點與沉默的不同意的論點分別佔據對立的兩方，
而使得最後的結果不見得是所有陪審員都滿意、同意的情形[footnoteRef:148]。畢竟， [148:  See Neil Vidmar & Valerie P. Hans(2007),supra note 1, at 141.] 

在評決趨向類型的集體審議中，個別陪審員參與程度是比較有可能的較小的。因為發表意見是由任何一方，而不是個別陪審員來明確表達自己的意見。而由於是意見對立，在任何一方常常都不想被削弱下，評決趨向的審議模式常常造成無法做出評決的陪審團[footnoteRef:149]（Hung Jury[footnoteRef:150]）。 [149:  See Nancy S. Marder(1987), supra note 105,at 601.]  [150:  為描述方便，下面章節提及無法做出評決的陪審團時，均以hung jury原文代替。] 

    而根據美國學者以上開『第一次假投票的時間』作為基準，而將其研究的共69組模擬陪審團評決加以分類發現，其中有24組之陪審團係屬於證據趨向（約集體審議超過40分鐘後，才進行假投票），而19組是屬於評決趨向（約集體審議後10分鐘內進行假投票），另外有26組則是屬於兩種類型的混合(約集體審議後10分至40分間進行假投票)[footnoteRef:151]。但誠如學者所言，上開標準單純是一種使用『時間先後』來區分集體審議模式的類型，所以並無法直接依上開研究結果便表示陪審團比較常採證據趨向的類型。更何況，縱然陪審團一開始係採證據趨向的集體審議類型，然而在大部分陪審員都想儘快結束案件，回歸正常生活下，是否可能促使他們在集體審議的過程中，會因漫長討論所導致的時間壓力，而由證據趨向改成評決趨向，也並非不無可能。所以在集體審議的過程係屬於保密的狀況下，單以一種基準來衡量陪審團使用集體審議類型的比例，是有困難且無法充分反應真實的[footnoteRef:152]。 [151:  See . Reid Hastie、Steven D. Penrod、Nacy Pennington(1983),supra note 143, at 164.]  [152:  See Sarah Thimsen, Brian H. Bornstein, and Monica K. Miller(2009), supra note100, at 113.] 


[bookmark: _Toc369080563]二、如何評決？一致決(Unanimity)或多數決之抉擇
[bookmark: _Toc369080564](一)一致決之緣起
    許多歷史學者均認為，一致決會成為評決的要件是因為碰巧，因為陪審團一開始時，一致決並非是要件之一。而一致決何時開始變成係評決的要件，目前僅有一些的歷史跡證，不過仍然有一些採用一致決的事件記錄。如第一個有記錄使用一致決的陪審團評決產生於西元1367年。而在14世紀末左右，評決需一致決的要求已適用於全部的刑事案件，並且這樣的要求在18世紀納入了英格蘭普通法的陪審團組織內[footnoteRef:153]。 [153:  See Jeremy Osher, Jury Unanimity in California: Should it stay or Should it go?, 29Loy. L.A. Rev.
  1319, at 1326-1327(1996)；Jason D. Reichelt, STANDING ALONE: CONFORMITY , COERCION ,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HOLDOUT JUROR,40 U. Mich. J. L. Reform 569, at 574(2007)；
  Kate Riordan, COMMENT: TEN ANGRY MEN: UNANIMOUS JURY VERDICTS IN CRIMINAL
  TRIALS AND INCORPORATION AFTER MCDONALD, 101 J. Crim. L. & Criminology 1403, at
  1419(2011).] 

    美國起草憲法時，儘管制憲者在第6修正案明確規定陪審團的審判，但卻沒有要求該陪審團的審判需要採一致決。但支持者均認為，制憲者在憲法中遺漏這個一致決的原則是因為這個原則很明確的是內含在陪審團這個概念內[footnoteRef:154]。這個論點的根據是，當憲法被制定時，許多的州均在刑事審判上，甚至是憲法上要求採取一致決的陪審團這項歷史記錄的事實與法則為依據，如賓夕法尼亞(Pennsylvania)州於1788年在該州憲法第9條雖未將陪審團需一致決的條件加入憲法第9條中，但如該州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M’ Kean所說，儘管沒有這個規定，他也會一直認為陪審團由12名成員組成，並且評決是由這12人一致的決定所形成是一項法律。所以，很明確地，在制憲當時，制憲者對於引進普通法的陪審制進入美國聯邦憲法時，普通法哪一些方面將會被適用到這個新國家（即美國）是非常清楚的。至於為何他們沒有在文字上規定一致決，學者認為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因為當時尚有4個州並未要求一致決，所以他們不願意強加責任在這些州，逼迫這些州做出改變[footnoteRef:155]。 [154:  See Kate Riordan(2011), supra note 153, at1419. ]  [155:  See Jeremy Osher(1996), supra note153,at 1327-1328；Kate Riordan(2011),supra note 153, 
   at1420(2011).] 


[bookmark: _Toc369080565](二)美國法之現況
1、聯邦法層級
    今天在美國，尤其在聯邦法院層級，一致決的要求一直被宣示為聯邦法院陪審團審判的基本要求。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Thompson v. Utah 案件中認為，既然普通法的陪審團是由12人組成且採取一致決，那麼第6修正案的陪審團就包含這項要求，也就是係由12人組成並採一致決。又如在Patton v. United States案件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再次主張，第6修正案由陪審團審判的規定是被依據普通法的規定而理解及適用，並且包含他們在這個國家級英國被承認時及憲法被制定當時，普通法對於陪審團的一切要素[footnoteRef:156]，並認為一致決的原則是陪審團審判的核心因素[footnoteRef:157]。除此之外，聯邦最高法院在Andres v. United States案件中更進一步表示，根據第6、第7修正案，所有留給陪審團決定的事物都需要一致決[footnoteRef:158]。 [156:  美國憲法制定當時，普通法對於陪審團審判包含了三項要素：陪審團的人數、公平的陪審員
  以及一致決的評決。See Jeremy Osher(1996),supra note 153, at 1335.]  [157:  See Jeremy Osher(1996), supra note 153, at 1328-1329；Jason D. Reichelt(2007) ,supra note 153,at 
   575.]  [158:  See Jeremy Osher(1996), supra note 153, at 1329.] 

    綜上所述可知，對於陪審團評決的標準，美國聯邦法院認為只有一致決才能符合憲法第6條規定的精神。是以，在聯邦法院層級的陪審團，如就個案欲提出評決，該評決需係經全體陪審員均同意的一致決。

2、州法層級
    相較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在聯邦法院的層級的堅持，讓一致決很清楚地是聯邦層級法院的規則，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卻多次拒絕將此規定強硬各州適用。並將決定權交由州立法權或州民來決定[footnoteRef:159]。 [159:  See Jeremy Osher(1996), supra note 153,at 1330.] 

    在1972年前，雖然美國各州憲法均有採取陪審團審判的規定，但對於陪審團是否應採取一致決的規則卻不一致，如有俄勒岡(Oregon)及路易斯安那(Louisiana)州就陪審團評決便採取多數決的規定。而採取一致決的各州政府間如加州，或多或少因為hung jury的比例、財政壓力、是否違憲，而對於是否應採取一致決有所爭論。就此爭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先於1972年，藉由兩個相近時點的判決宣示結束這項爭論就是，州法院是否有憲法義務需要提供一致決的陪審團審判。該倆判決分別是Apodaca v. Oregon[footnoteRef:160] 及Johnson v. Louisiana[footnoteRef:161]。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該兩案件中表示沒有採取一致決的兩個案件均合憲，沒有違反憲法第14修正案所規定的正當法律程序及平等原則[footnoteRef:162]。聯邦最高法院在Apodaca案件中甚至表示，一致決並非正當法律程序的必要條件[footnoteRef:163]。 [160:  See Apodaca v. Oregon, 406 U.S. 404( 1972) ]  [161:  See Johnson v. Louisiana, 1972 U.S. LEXIS 1869(U.S.1972)]  [162:  除一致決的議題外，上開倆案件，尚允許各州自由決定陪審團的組成之人數數量。]  [163:  See Jeremy Osher(1996),supra note 153,at 1330-1332；Jason D. Reichelt(2007),supra note 153, 
   at 576. ] 

    只是，儘管聯邦最高法院在上開兩案件中授權州法院可以自由允許少於一致決的多數決，但大多數的州法院並沒有因上開倆判決便紛紛將原先的一致決規定更改為多數決。

[bookmark: _Toc369080566](三)該堅持一致決？
1、對一致決的批評
(1)一致決的評決與多數決的評決並無顯著差異
    就採一致決與採多數決之評決間是否有差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給了否定的答案。在Apodaca v. Oregon 及Johnson v. Louisiana兩案件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就多數決是否違反第6修正案時表示，就陪審團的功能來說，並沒有證據顯示如果不採一致決，那麼在陪審團裡形成多數意見的陪審員將拒絕傾聽其他少數陪審員的意見。另外，也沒有證據顯示如果陪審團的評決是採一致決或採10:2或11:1的多數決之評決間會有何差異[footnoteRef:164]。 [164:  See Jeremy Osher(1996),supra note 153, at 1331. ] 


(2)一致決使少數怪人得以綁架陪審團，因而提出妥協之評決
    英國曾有一句諺語，如果採用一致決，就是讓惡名昭彰的被告在成功收買1個或2個陪審員後，可以自由的走在道路上[footnoteRef:165]。雖然說，不見得堅持採一致決，便會產生無罪率高漲，進而讓惡名昭彰的被告自由走在路上。但由於在採一致決下，必須全體陪審員均同意才能提出評決，然而，一致決與自然的人性不一致，因為很少有12個人會對於一個重大事物擁有相同的見解。而且常常hung jury發生的原因是因為有1、2個陪審員因為不合法的理由而堅持拒絕加入多數意見[footnoteRef:166]。就連最後結果是一致決的狀況下，根據學者對陪審員的對於那些曾公開支持最後意見的陪審員中，約在每次陪審團中有0.9名是持與不同意見的陪審員[footnoteRef:167]。換句話說，無論案件的舉證是否足夠，要求12名陪審員對於案件具有相同的共識，無異是天真與過於理論。尤其是當案件涉及道德因素時，一致決發生的可能性更低。是以，在此情形下，陪審團的評決便容易遭少數意見者綁架，就如同奧勒岡州一位辯護律師的評論，該州多數決制度的優點就是避免會讓任何一個怪人綁架整個司法制度[footnoteRef:168]。 [165:  See Jeffrey Abramson(2003),supra note 79, at201.]  [166:  See Jeremy Osher(1996), supra note 57, at 1345.]  [167:  See Reid Hastie、Steven D. Penrod、Nacy Pennington(1983),supra note 143,at 76.]  [168:  See, Jeremy Osher(1996), supra note 153, at 1346、1355.] 

    而在實際狀況下，陪審團為能避免遭1、2名怪人牽制，而能順利提出的評決，陪審團因而往往提出妥協後的評決結果[footnoteRef:169]，而這樣的情形，也就是陪審員可能會被其他目的，影響他自己最後的投票，而不是依據證據來判決被告是否有罪[footnoteRef:170]。換句話說，一致決的要求，讓陪審員更容易受到所謂的規範的影響，亦即更容易因遭受同儕的壓力下而屈服、妥協[footnoteRef:171]。 [169:  See Jeffrey Abramson(2003),supra note 79, at204-205(2003)]  [170:  See Jeremy Osher(1996), supra note 153, at 1347.]  [171:  See Sarah Thimsen, Brian H. Bornstein, and Monica K. Miller(2009), supra note 100, at 99.] 

    而這些來自於彼此妥協，而不是經由依據適用的法律，仔細的、智慧的集體審議的決定，本質上都是值得懷疑的。只是，很不幸的，一致決的要求，可能讓陪審團的最後決定，並不是來自於12人全部都同意的情形，而可能是來自於沒有人不同意或全部人妥協後同意的情形，而且不論這樣的妥協所獲得之結果是否有理論基礎[footnoteRef:172]。 [172:  See Jeremy Osher(1996), supra note 153,at 1355；Sarah Thimsen, Brian H. Bornstein, and 
   Monica K. Miller(2009), supra note 100, at 95(2009).] 


(3)一致決增加hung jury的比例
    不意外地，一致決的規定使得評審團較難提出評決，所以當一致決成為陪審團評決的要求時，hung jury是較有可能發生，是以，支持多數決者便認為，改採多數決將減少無法提出評決的陪審團的比例，並進而減輕hung jury帶來的經濟及司法資源的負擔，及避免hung jury對於司法公正信的威脅[footnoteRef:173]。也就是說，既然一致決會造成hung jury的比例升高，而hung jury又造成昂貴的重新審判，因此依邏輯上推論，一致決的要求就會造成經濟及司法資源的負擔[footnoteRef:174]。 [173:  See Jeremy Osher(1996), supra note 153, at 1342.]  [174:  Id.,,at 1351.] 

    如奧勒岡州便是因為要減少hung jury的比例，而採取多數決。因為hung jury常常是因為一、兩個陪審員控制著評決或擁有一個不同意見。而從1993年到1995年間，該州的hung jury比例，因而減少了1%[footnoteRef:175]。 [175:  Id., at 1344.] 

    而在實證研究上，根據一份由芝加哥大學教授Harry Kalven及Hans Zeisel 所做的研究，該研究比較採取一致決與多數決的州法院發生hung jury比例發現，如果不採一致決，而改容許11:1或10:2的多數決，將可以減少約42%的hung jury。他們同時也同時觀察那些允許多數決的法院，發現在那些法院hung jury的比率約3.1%，相較於當時全國ung jury的平均5.6%少45%[footnoteRef:176]。 [176:  See Jeremy Osher(1996),supra note 153,at 1344；Jeffrey Abramson(2003),supra note 79, at198.] 

    而這樣的研究成果，與Multnomach County(Portland,Oregon)的法院實際運作10:2規則後的情形相符和，該地區的法院採取10:2的規則後，從西元1970年到1972年間，在801件刑事案件中僅有2.5%的hung jury，相較於全國平均少50%。
    由於一致決容易造成陪審團無法順利提出評決，所以辯護律師往往便一開始便有企圖傾向讓陪審團成為hung jury的策略。如同加州Ventura地區副首席辯護人Ron Janes便指出，在辯護律師的訓練中，辯護律師被教導去hang jury up，是公開的祕密。加州地區檢察官辨公室首席檢察官Gregory Totten也指出，常常辯護人的策略是hang jury，而不必然是獲得無罪判決[footnoteRef:177]。 [177:  See Jeremy Osher(1996),supra note 153,at 1346、1350.] 


2、支持一致決之因素
   儘管一致決的規定並非完美，但一致決並非毫無優點，以下分別敘述之：
(1)一致決使多數意見者願意傾聽其他不同論點
    支持一致決的其中一個理由就是，一致決促使陪審員去考量全部的論點，並且願意花時間去與其他陪審員從事集體審議。如果陪審團之評決不是採取一致決，那麼將可能表示陪審團並未有充足、有效率的集體審議，因而極有可能造成評決在某一方面發生錯誤[footnoteRef:178]。 [178:  Id., at 1352-1353.] 

    支持一致決者認為，聯邦最高法院對於在多數決下，多數仍會持續跟少數溝通的見解是沒有證據可以證明的，也與過往未採取一致決的陪審團的經驗相反，以及與我們對於不是陪審團的團體之行為認知相牴觸。畢竟，就如同心理學家的研究，大團體的內部較容易形成小團體，而人較最多的小團體將主導整個團體的討論[footnoteRef:179]。是以，當陪審團採多數決時，只要符合多數決要求的票數達到後，多數意見的陪審員將欠缺動機去傾聽持不同見解的少數陪審員的意見，也就是說，如果不採一致決，將可能使少數意見因而被忽視[footnoteRef:180]。 [179:  See Guinther John, The jury in America, Facts On File Publications, at 76(1988).]  [180:  See Jeremy Osher(1996), supra note 153,at 1361.] 

    而在實證研究上，也獲得相同的結果。根據學者Reid Hastie對於陪審團作評決過程的研究發現，允許多數決將對於集體審議的過程發生負面的影響。首先，多數決下，陪審團花較少的時間在集體審議上，因為一旦發現到達多數決的標準時，集體審議將迅速的結束。第二，允許非集體審議的陪審團在集體審議時，比需要一致決的陪審團更少討論證據及法律。第三，採一致決的陪審團對於集體審議的整體滿意程度，比未採一致決的陪審團來得高。最後，在一致決下，少數意見的陪審員參與程度較採多數決時參與集體審議的程度更高，且更有影響力[footnoteRef:181]。是以，由上述研究結果亦可以印證，一致決可以保障集體審議功能的發揮，避免少數意見遭到忽視。 [181:  Id., at 1361-1362.] 


(2)一致決才能抵擋國家的濫權。
    如陪審團之評決方式改採多數決，論者認為此將減輕檢察官的舉證責任，因為檢察官不需要獲得12名陪審員全體的同意，而是儘管在仍有1、2名陪審員仍對被告是否有罪還有懷疑時，便可獲得案件的勝利，而這將令人產生擔心，也就是檢察官是否會基於自己私人的勝利或升遷，而將那些是否可以定罪仍有疑問的案件帶進法院[footnoteRef:182]。 [182:  See Guinther John(1988), supra note 179, at 76；Jeremy Osher(1996), supra note 153, at 1357.] 

    更何況，由另一個角度來看，如陪審團改採多數決，將使無法負擔高昂費用請有名的辯護律師的被告，因而較可能被因檢察官的起訴而定罪。也就是說，儘管法律賦予弱勢被告享有接受強制辯護的律師的權利，但在被告本身資源、財力有限下，該律師將因欠缺資源及財力而為有效的辯護，並進而阻擋國家濫權的追訴[footnoteRef:183]。 [183:  See Jeremy Osher(1996), supra note153, at 1366-1367.] 


(3)多數決不一定能降低hung jury的比率
    首先多數的案件因認罪協商，並未進入陪審團審判。而所謂11:1或10:2的多數決可以降低hung jury的比例，是建立在一個假設事實上，就是hung jury是因1、2名陪審員持有反對意見。但根據一份由洛杉磯(Los Angeles)公設辯護人辦公室由1994年7月1日到1995年6月7日間，對32個第一次審判的hung jury所做的問卷調查發現，許多的hung jury的意見分歧狀況比上開預期的還要分歧，在上開32個hung jury內，許多hung jury的分歧狀況為6:6、7:5、8:4或9:3。假如這份問卷確實反應真實狀況，那麼，儘管採用10:2或11:1的多數決，也無法降低hung jury的比例[footnoteRef:184]。 [184:  Id. at 1359-1360.] 

    更何況，根據芝加哥大學教授Harry Kalven及Hans Zeisel 所做對於陪審團第一次假投票到最後投票結果的研究發現，當一開始假投票時便出現壓倒性的多數意見，將較不會出現hung jury。由此研究推論，那麼在一開始假投票便已是11:1或10:2的情況，勢必將容易達成有罪或無罪的一致結論。是以，在此情形下，儘管不採取多數決，亦僅有少數可能會發生hung jury的現象，故由此可知，採取多數決並沒有辦法真正解決hung jury的情況[footnoteRef:185]。 [185:  Id.,at 1360.] 

    也就是說，依照美國實證研究，無論是採一致決或是10:2或9:3的多數決，有罪與無罪比，並沒有顯著的改變。至於效率性方面，誠如陪審制學者Jon Van Dyke指出，適用陪審制的審判僅佔刑事案件的一小部分，所以儘管在僅減少hung jury的比率一小部分下，對於已經係少數的母數全體來說，並不會有太多效率的提昇及影響[footnoteRef:186]。 [186:  See Jeffrey Abramson(2003),supra note 79, at201.] 


(4)採多數決或一致決的評決均可能是妥協下的產物。
    批評者認為一致決下的評決結果常常是陪審團妥協後的產物，其實學者認為，在多數決下，一樣會發生同樣的狀況。舉例來說，一個謀殺案件的陪審團有罪、無罪的比例是9:3、8:4、7:5或6:6，那麼多數意見是否會為了達到多數決的票數，而將罪名減輕為一般殺人罪，這並非毫無可能。所以，強調多數決將可避免陪審團的評決成為妥協的產物，並不是正確的，畢竟無論是採一致決或多數決，在每個審判中，發生妥協的結果都是可能的[footnoteRef:187]。 [187:  See Jeremy Osher(1996), supra note 153,at 1362.] 


(5)採多數決將減損人民對司法之信心
    對於國家司法制度的信心有一部分是建立在國家不會濫用它的權力以及不會使無辜的人被判有罪。那為了維持這樣的信心，維持住檢察官的舉證責任，使得檢察官無法輕易的履行舉證責任是有必要。如果允許非一致決的陪審團評決將使檢察官的責任變成更容易，而且將被告定罪也不是在單純追求正義。也就是說，在非一致決的規定下，被告的有罪代表著與被告可能的無辜相妥協的結果[footnoteRef:188]。 [188:  Id.,at 1363.] 

    換句話說，在一致決下，陪審團的評決代表著由12名陪審員所作出有理性的、有理由的決定。當這些陪審員做出被告有罪、無罪的決定，社會大眾會認為陪審員業經充分集體審議這件案件，所以陪審團的評決是正當的。但如改採多數決，將無法讓社會大眾建立這樣的信心。儘管被告被判有罪，在有1名或2名持不同意見的陪審員下，大眾仍會質疑被告有罪的程度是否已超越合理懷疑[footnoteRef:189]。 [189:  Id.,at 1363.] 

    
[bookmark: _Toc369080567](四)小結
    本文認為，無論是贊成或反對一致決，目標均一致，就是確保司法制度的公正性。只是一致決著重的是藉由維持檢察官需負擔的舉證責任，用以降低誤判無辜的人有罪的風險。相對地，贊成多數決的論者所著重的在於藉由多數決可以降低hung jury的比率，進而減輕國庫財政負擔。也就是說，雙方各有各自的著重點，但目標均一致，是讓陪審團制度可以運作的更好。但本文認為，這樣的爭論撇開財政負擔，回到原點，無疑是『財政負擔』與『錯殺好人』間之論爭，孰輕孰重，很難有一致的答案。畢竟沒有穩固的財政，陪審團制度勢必難以為繼，而錯殺好人將使對於陪審團制度運作之信心喪失殆盡，倆者均佔據陪審團能否順利運作的要津。然而，本文以為，財政負擔的考量固然重要，然而如果吾人仍肯任陪審團設立的本質是人權的保障，那麼人權保障的目標，不要錯殺好人，應優先於財政負擔的考量，是以，在此邏輯下，本文認為儘管可能會有一些難以避免的困境，但為了降低錯殺好人的機率，採取一致決作為陪審團議決的標準，是有必要的。 

[bookmark: _Toc369080568]柒、心得與建議—臺灣是否已具有採用陪審制應有之條件
    今日，在東北亞，人民參與審判的呼聲高漲，日本、韓國也紛紛建立其各自之人民參與審判制度。而我國司法院為回應民間對司法改革之呼籲以及提昇大眾對司法的信心，雖業已建立我國之人民參與審判制度即觀審制，但無論是民間或是立法委員均不乏有直接引進陪審制之呼聲。然而，在這樣的呼籲中，不乏主張直接引進陪審制的聲音，然而面對這樣的呼籲，本文以為，如台灣要全面引進陪審制，尚有如下2項條件值得吾人深思，分析如下：
[bookmark: _Toc369080569]一、財政預算是否足以因應？
    如前所述，陪審制是十分昂貴的司法制度，以傳票寄送費用來說，美國一年的費用便高達約300萬美金(含民事、刑事陪審團)。而本文前也已估計，我國如果實施陪審制後，一年光花費在陪審制傳喚候選陪審員的傳票上的費用上便高達3910萬元，比司法院刑事廳101年度刑事審判行政全年度總預算509萬8000元還要高出數倍。即使認為上開資料細數推論之數據，與實際數字恐有落差，那再以同樣實施陪審制的俄羅斯為例，該國實施陪審制後，雖然僅有少數的陪審案件，但陪審制的費用卻高達全部司法預算的4分之1。(Korea,at 539)，更證明陪審制的實施具有成本高昂的，因此在財政日漸窘迫的我國，是否以有足夠的財政預算可以面對陪審制，實是值得再深思的議題[footnoteRef:190]。 [190:  參中華民國10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司法院單位預算] 


[bookmark: _Toc369080570]二、民粹或民主的決定
    沒有制度是完美無缺的，陪審制也是一樣，由於陪審員是隨機選出，他們代表的可能會是正義、公平，但也可能是一種無可救藥的偏見。所以陪審制度雖然象徵一種司法民主，但只要制度設計不良，或者操作不慎，很可能便會成為一種民粹式的決定，這也是採行陪審制度無法避免之處[footnoteRef:191]。 [191:  參吳景欽(2012)，法官應該我來當—各國人民參與審判制度，頁23，新北市，法治時報社。] 

[bookmark: _GoBack]    更且，雖然說採用陪審制是將人民的意志灌入具體的審判中，藉由人民參與審判，來抑制法官的獨斷，然而由上面所舉的Amadou Diallo案例可知，符合陪審團成員的常識或經驗，但卻不一定符合法律，甚至是不一定與社會常情一致，而這樣的判決，我們準備接受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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